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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必然性，具有成本效益的粮食生产必须增加；结合有效政策、适当监管和安全培训，农

药的使用将继续在粮食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照片来自 happykanppy/Shutterstock） 

 

摘要 

   术语农药 1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它描述许多不同的化学品。该术语有时也会遭到非议和

误解。本文作者使用广泛的数据并提供明确的例子来证明农药在农业中的使用  
•  提高了作物产量和品质，  
•  减轻了病虫害治理的工作量，且 
•  改善了长期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前景。 

本文简要介绍了使用农药的背景，并深入探讨了农药受到欢迎和被广泛使用的原因。考

虑到人口增长的必然性，具有成本效益的粮食生产必须增加。智慧使用农药已带来更高效、

可持续和富有成效的作物管理（联合国 2012）。当然会有争议和挑战，但结合有效政策、适

当监管和安全培训，农药的使用将继续在粮食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考虑到过去的灾难性饥荒和作物管理办法，作者围绕几个关键性概念梳理了大量的

信息： 
                                                             
1 斜体字术语（属/种名称和出版物标题除外）在术语表中给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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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真菌剂的使用及其在美国及全球和世界各地的影响  
•  除草剂的使用、杂草治理，以及良好的杂草治理办法所带来的更高产量 
•  涉及杀虫剂使用的节肢动物治理，考虑到已出现的问题并研究当前及未来有效办法的

开发  
•  农药在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产生的效益 
    结合更好的病虫害治理办法，农药促进了免耕、保护性耕作、更高种植密度等改良型农

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量的增加以及水分和养分的高效利用。当以安全、智慧的方式施用，

农药便会带来更具可持续性的农业。 
作者引用了许多统计数据和具体例子。他们指出，现今全球有 8 亿多人食不果腹，每年

因病虫害导致的作物减产量可能高达 30%。但他们对全球各地竭力减少这一损失的发展动态

持乐观态度。当农药被有效施用并充分融入一套综合方案时，世界将很快能够为 2050 年地

球上的 90 亿人口提供给养。 
 

引言 

本文讨论了农药在农业中的影响以及农药的使用如何导致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并减

轻病虫害治理的工作量，这反过来提高了农民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改善了长期可持

续粮食生产的前景。农药是一个描述各种用于治理病虫害的化学品的术语。农药组群包括杀

虫剂、杀真菌剂、除草剂、灭鼠剂、杀螺剂、杀线虫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保护植物或

有效修改其生理的其他原料。合成农药自二战以来以各种形式用于治理农业病虫害。最近，

农药的使用已超出了农业的范畴，被用于治理住宅和景观中的不良昆虫、病原体、杂草和动

物，包括自然和规划环境（森林、水道、公园、娱乐场所等）。 
农药以某种形式使用了数百年，硫化物和植物性物质早在公元前 2500-1500 年就被苏美

尔人和中国人用于昆虫和疾病防治。硫、铜和有机汞在 19 世纪被用作杀真菌剂，波尔多液

自 1885 年来被用于白粉病和霜霉菌的防治（Schumann 1991）。昆虫和杂草治理也发生过类

似的模式，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最初使用无机物进行治理。此后，自 20 世纪 30 年

代末至今，合成和生物型农药的发展日新月异（Lamberth 等人 2013）。 
然而，仅依据作物产量来量化农业生产和农药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增加的产量（和

产值）促进了许多间接的经济效应，因为新增作物产量的生产贯穿于经济之中，于是便产生

了效益（经济价值）；这一收入为劳动者创建了进一步的产出、岗位和收入，增强了当地经

济。对于美国农业，这些影响——作物保护技术带来的经济增值、技术使用产生的就业岗位、

技术产生的收入，以及作物保护对贸易平衡的贡献——予以量化（CropLife America 2011）。
基于收集到的 18 种大田作物、26 种蔬菜作物和 38 种水果及坚果作物的数据，对 50 个州各

州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总。在该分析（基于此作物子集）中，作物保护产品的使用额外为大田

作物带来了 514 亿美元的产值，为水果及坚果带来了 189 亿美元的产值，为蔬菜带来了 115
亿美元的产值，共计约 820 亿美元的新增作物产值。作物保护产品是大田作物、水果及坚果、

蔬菜的关键投入，但各类产品的相对重要性及级别各不相同。对于大田作物，总产值的 36%
（1413 亿美元中的 514 亿美元）归功于美国各地作物保护产品的使用，除草剂的使用具有

最大影响。 
    尽管农药对生产和产量效率的贡献有据可查，但农药的使用从未离开过社会的关注。如

前所述，农药使用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影响有据可查（合理的假设）。这些影响包括提高作物

产量和品质、优化保质期、限制病虫害种群扩充，以及增加收入，导致其他商业行业出现乘

数效应。Cooper 和 Dobson（2007）提出，作物保护产品为社区和社会带来了几个间接影响。

虽然很难量化，但这些项目是作物生产提高的逻辑延伸，包括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提高生



活品质、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减少压力、改善视觉美学、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少内乱。这

些因素大多并不孤立，而是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合矩阵。  
    对于化学农药的私人效益和成本，一般估计效益成本比率约为 4:1（Pimentel 1997）。尤

其在促进粮食生产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这一大背景下，上述效益显而易见。农药使用成本

包括食品安全担忧、环境污染和人类健康问题（鉴于其作用模式和对其他动物的潜在影响，

杀虫剂往往成为所有农药类型中的关注焦点）。然而，当施用于环境中时，杀虫剂具有许多

现实和理论缺陷。与其他化学品（如石油产品、涂料、阻燃剂、人用保健品和化妆品等）一

样，农药是环境中的外来制剂。  
    此外，迫切需要开发和标识能够安全使用、尽可能无风险的农药，并要求为所有商业用

户提供施用和处理相关培训。目标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暴露并降低负面环境影响（Fenner
等人 2013；Köhler 和 Triebskorn 2013）。农药评价目前基于的理念是其使用所带来的效益必

须远远超过该使用所引发的任何风险。  
    病虫害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越来越强调开发出的解决方案要能综合运用多种良好农

艺操作手段，而非仅仅依赖于农药的使用（Whitford 等人 2004）。有些团体想要禁止使用所

有合成农药，声称它们本身就不安全而且所造成的问题多过其解决的问题。然而，参与制定

农业政策的大多数团体却认为，农药能在粮食生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且结合适当的监管

和培训方案，农药可以安全有效地予以使用。最近的一期《科学》专刊可作为这些问题的优

秀资料来源，提供了一组讨论“巧治病虫害”的优秀文章（《科学》2013）；这些文章讨论了

农药使用及其影响相关问题，并探讨采用哪些技术可发现能够确保未来农药更安全的新化学

品。  
    大多数病虫害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医生均同意，病虫害必须综合治理，

而农药往往在这一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Lewis 等人 1997；Stokstad 2013）。病虫害综合治

理（IPM）方案承认，并非所有杂草、昆虫和病原体都必定有害。良好的病虫害治理办法会

将最佳农艺措施与最佳作物种质相结合以获得较高的产量和品质，从而保证安全和充足的食

品供应。  
    农业面临的全球挑战包括快速增长的世界人口、许多地区食品和营养得不到保障，以及

需要提高农业效率（Rosegrant 等人 2014）。历史上，提高粮食生产和治理病虫害涉及几种

策略，包括增加农业用地面积、通过选种和育种提高农作物产量和竞争力、使用有机和合成

肥料、使用农药、改善土壤和水源管理，以及最近的培育转基因作物（GMOs）（Godfray 等

人 2010）。所有这些措施，唯独除了增加农业用地面积（Smith 2013；世界银行 2008），如

果实施得到，均可起到增加农业生产的作用。不过，没有一项在使用时未受批评。  
最受争议的两项措施是合成肥料/农药和转基因作物。本文不探讨肥料或转基因作物的

使用（除非它们影响了农药使用），而是讨论农药的使用如何增强并继续提高人类有效生产

足够多的粮食以养活全世界的能力。由于全球性扩展当前耕地面积的范围有限

（Schreinemachers 和 Tipraqsa 2012），全球粮食供应的任何实际增长均需加强目前土地的农

业集约化经营。投入性资源、劳动力、灌溉用水的短缺，以及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负面影

响，需要补偿策略以避免产量损失，同时强调设计愈加高效、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系统。农药

有助于应对这些挑战，但若不以多样化的方式使用，抗药性终将导致产生其他问题。正如文

中所讨论，由于发现农药的速度跟不上因抗性而丢弃农药的速度，这可能会对农药的药效以

及最终对我们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到 2050 年，预计世界人口会增长 30%，达到 90 亿人（联合国 2012）。主要的人口增长

将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2 亿 2800 万人），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其人口

增长将超过 9.1 亿人。在美国，到 2050 年人口预计增长 28%（8800 万人）。人口增长大多

发生在工业化进行国，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拥有较高收入和日益需要更多食品选择的庞



大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发展壮大。到 2050 年，粮食生产需要从目前的水平提高 70%才能满足

养活更多人的需求，同时满足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增加。 
今天，世界上有 8 亿多人食不果腹，到 2050 年，可能达到 10 亿。此外，目前有 1.3 亿

儿童营养不良（FAO 2012）。营养不良群体大多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但食物不

足的问题存在于世界各地。在发达国家，日均食物摄取为 3,500 千卡（kcal），而据估计，一

个正常成年人至少需要 2,900 千卡/天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许多贫困者和营养不良者摄入

低于 2,000 千卡/天，还有许多人远远低于这一水平。 
由于世界上所有营养不良者中有 80%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在那里，务农是最常见的职

业，因此，提高粮食生产的问题更加恶化。我们如何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我们如何保证粮食

平均分配以使所有人都营养良好？该问题的答案是设计更高效的农业系统，这些系统应能合

理利用现有资源以确保未来系统可持续且多产（Godfray 等人 2010）。重要的一点是，世界

人口会增加，人人享有合意且充足的食品供应的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  
粮食生产的增加部分可以通过增加农药的使用以治理目前减少作物产量的病虫害侵扰

来得以实现。2007 年农药使用量为 24 亿千克（kg），美国使用了总量的 20%（Enserink 等人 
2013；Hvistendahl 2013；Kupferschmidt 2013；Mascarelli 2013；Normile 2013；《科学》2013；
Stokstad 2013）。目前，农药使用最高的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中国、巴

西、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在这些国家中，几乎 100%的作物农田每年都用除草剂治理

（杂草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病虫害），而杀虫剂和杀真菌剂主要用于高产值作物。（中国、巴西

和美国分别位居年度农药销售量的 1-3 名。）在发达国家，通过谨慎使用农药，在减少因病

虫害造成的作物损失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过，发达国家的这种使用正在增加，而且随

着物种入侵、具有突破抗性适应性的病原体出现、气候变化以及旨在解决之前顽固性病虫害

问题的新化学品的开发，这种使用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发达国家，如美国、巴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过出口为养活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有机生产系统偶尔会生产出与小块集约经营土地上的生产性农业类似的产量（Pimentel
等人 2005），但农药对于维持这些国家的作物高产仍然必不可少，从而对于维持其继续出口

粮食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这一能力至关重要。但另一个问题是，发达世界国家必须保护

目前可用的除草剂，因为只有极少的作用模式在酝酿之中（《科学》2013）。随着全球粮食需

求的增长，作物价格也可能会上涨，这将使新增农药施用方式的使用在发达国家变得经济实

惠。不过，要想满足未来的全球粮食需求，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提高其农业产量；由于新型农

药的引进步伐已经放缓，因此设计出能确保其继续有效的系统便显得极为重要。  
尤其在“发展中”世界国家，另一个日益普遍的严重问题是，人们从农村地区大规模地

涌向城市，这给现有的、日益减少的农村人口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必须生产足够多的粮

食来养活一个饥饿的世界。目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等发展中国家的农药使用率较低。这些国家有巨大的潜力提高作物产量，日益增加的农药使

用有助于实现这一潜力。发展中国家的农药市场正在迅速增长，因为农民们种植更多的粮食

以满足需求并降低其生产成本。  
要想获得更大的粮食产量，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使用现有的和新开发的可持续技术来提

高生产效率（Godfray 等人 2010）。提高作物生产力涉及到多个因素，但提高产量往往导致

农作物的竞争力较小。选种和育种，其中可能包括转基因作物，必须作为一个基本需要加以

强调，不仅可以实现高产还能提高对抗病虫害的竞争力，其次是要高效利用有机和合成肥料

及农药，以及改善土壤和水源管理。这些进展都有助于提高人类劳动和现有投入的效率。  
审查现有数据显示，每年因病虫害造成的作物生产损失和劳动效率低下程度因信息来源



而异，但就全球范围来看，产量损失可能高达30%，收获作物储存时的额外损失高达20-50%。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近期估计，仅仅通过增加使用杀真菌剂，全球小麦供应量便可

增长 10%，而增加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可分别使世界小麦产量再增长 6-7%和 7%（Rosegrant
等人 2014）。IFPRI 估计，通过使用农药，即除草剂、杀虫剂和杀真菌剂，玉米产量分别会

增长 12% 、9%和 7%。IFPRI 估计，通过使用农药，即杀虫剂、除草剂和杀真菌剂，水稻产

量分别会增长 7% 、8%和 9%。 
健全的监管是正在积极落实的另一个问题。健全的监管必须能满足实际需要以确保当新

型化学品被研发出来并上市销售时，它们经过了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彻底评估（Lamberth 等

人 2013）。这需要化学品的生产企业和政府共同实施。监管必须确保只研发可以安全使用的

农药——政府机构有严格的程序，所以新型农药的环境足迹极其细微甚至没有，可按标签安

全使用，且不会对健康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还必须落实教育培训方案，要求施用者和处理者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和处理农药，执证上

岗。此外，这些方案还必须确保，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以及当出现产品安全问题时，

应及时对贴有标签的农药进行重新评价。此类监管对所有新型和现有农药都很重要。对于已

经过时和安全性较低、但由于价格低廉往往仍在发展中国家销售和使用的农药，人们的担忧

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必须加以解决，因为发展中国家将作为粮食供应国在养活不断增长的世

界人口这一任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确保，当使用农药时，使用方法是安全的，

且农药使用的负面影响轻微细小。 
本文探讨了农药如何惠益农业。以下章节详细阐述了过去和未来植物病害在作物生产系

统中的重要性，并说明了昆虫和杂草治理如何助力合理的病虫害治理，以实现养活目前和

2050 年世界人口所必需的优质食品高产目标。  
 

关于农药使用的大致情况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引入合成化学活性成分后，农药的使用（除草剂、杀虫剂、

杀真菌剂）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快速增长。由

于相比以前使用的无机产品（如石灰硫磺、铜、砷)治理效果更好，新型杀真菌剂和杀虫剂

大大提高了水果和蔬菜产量。在大田小田人工除草和耕作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

除草剂的广泛使用使得杂草治理成为可能。 
有效化学农药的广泛采用促进了其他增产措施的采纳，例如：种植比杂草竞争力弱的矮

株品种，培育对病原体和昆虫抗性较低的高产作物品种。除草剂的使用使得保护性耕作成为

可能，从而大大提高了干旱地区的土壤贮水量。重要的是，较高的单产能够在不增加农田的

情况下提高作物总产量。其实，美国的农田面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逐渐减少（USDA 2014）。 
在美国，经研究发现，随着农药使用的推广，作物损失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以大约

15%的比率稳步下降，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达到 11%，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为 6%，自 1979
年起稳定在 3%左右（Chambers 和 Lichtenberg 1994）。 
 

植物病害防治史 

就本文而言，作者并未区分传统生产中使用的病害治理合成化学品与被认可用于有机生

产中的自然生成或生物生成的化学品。合成和自然生成的农药均可用于传统农业，而只有非

合成产品可用于有机生产。传统和有机农业均使用通过传统育种技术获得的抗病品种。有效

的病害防治剂对于两种生产类型中的许多作物都必不可少。使用杀真菌剂是因为它们可以有

效防治作物病害而且相比不施用的植物能大幅增加产量。以下讨论探讨了杀真菌剂的使用历



史以及由于提供的病害防止而不仅仅由于其施用，杀真菌剂或其他农药带来的好处，如提高

产量、品质和/或盈利性（Edwards-Jones 2008）。  
由一种或多种真菌、细菌、病毒、类病毒体或线虫引起的植物病害是限制作物产量和利

润的主要因素。根据作物以及作物生长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状况，植物病害造成的直接损失

可能包括产量和品质下降，由于销售产量直接减少且作物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作物的盈

利性下降（Main 1977）。植物病害引起的损失风险在收获季节并未消失。许多作物——尤其

是水果、浆果和蔬菜作物——特别容易感染采后病害，不断影响到种植者和当地社区，还会

影响到参与批零销售商业活动的各个实体以及消费者（Main 1977）。植物病害的影响小则仅

仅带来不便，大则会导致地区、大洲乃至全球范围个别农田中的某种作物全部损失。 
历史上，植物病害曾导致灾难性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如 19 世纪 40 年代发生在爱

尔兰的饥荒（Carefoot 和 Sprott 1967；Large 1940）和 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地

区的饥荒。植物病害也曾导致整个地区经济崩溃，如 19世纪 70年代的锡兰（Carefoot和 Sprott 
1967；Large 1940），美国东部森林中的优势数种美洲栗树和北美主要景观树美洲榆树几乎灭

绝（Carefoot 和 Sprott 1967）。除了损害作物外，一些植物病原菌还会产生真菌毒素，能够

导致人类和其他动物出现急性或慢性健康问题（Gnonlonfin 等人 2013）。在某些情况下，如

花生或玉米受到黄曲霉毒素污染（Gnonlonfin 等人 2013）或小杂粮受到脱氧雪腐镰孢烯醇

（呕吐毒素）污染（Willyerd 等人 2012），即使产量损失微乎其微，真菌毒素也会引发问题。  
 

必要的病害治理 

对于大多数作物而言，要想预防损失，必须开展某种类型的病害治理。植物病害治理类

别一般包括（1）耕作措施，通过干预接种过程或避开病原体来减少病原体的接种量；（2）
使用抗一种或多种病原体的栽培品种；（3）操纵作物系统的物理环境或生物群系来抑制病原

体种群或疾病的发展；及（4）使用化学品来杀死病原体、预防病原体感染、减缓疾病发展

或引起植物的抗性反应。在许多情况下，并非仅仅使用某个单一的方法就够了，往往需要一

套综合方案，将耕作、遗传、生物和化学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治理一种或多种作物疾病（Cahoon
等人 1999）。某个地区或某种植物新出现的病原体所导致的病害尤其具有破坏力。未必能找

到对新病原体具有抗性的改良品种，能够有效治理该病害的实践知识可能并不存在。因此，

阻止病原体和载体进入某个地区对许多作物的生产至关重要。防止病原体引入非感染地区可

能涉及卫生措施，包括使用驱除害虫设备来防止土壤或作物残茬上的病原体迁移、使用无病

原体的种子或植物繁殖部位，或实施地区或国际检疫。 
Fry（1977）指出，只有当现有的其他治理方法被证明不足之后，用化学品进行植物病

害治理才变得至关重要；不过，由于许多病原体的繁殖速度是爆发式的而且各种病原体种群

之间会发生遗传变异，因此非化学方法不足是常有之事。其他方法未必可用，且所有方法都

有局限性。通过减少初始接种，作物轮作或耕耘等耕作方法可能是病害治理方案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过，它们往往不能完全消除病原体种群，而只能延迟或抑制流行病。在初始接种过

高的情况下（往往由于恶劣的天气/环境条件所导致），仅仅采用耕作方法可能并不足以防止

损失。 
此外，某项措施在抑制或控制一种疾病时可能会不经意地恶化其他疾病的疫情。玉米的

保护性耕作可能会降低某种茎腐病的严重程度（Cahoon 等人 1999），但它也可能会增加玉

米灰斑病菌（灰斑病）和靠玉米碎屑生存的其他病原体的接种量（Paul 和 Munkvold 2004）。
同样，在美国东南部，四月份种植花生相比五月中旬或更晚种植，分别减少了 Cercospora 
arachidicola 和 Cercosporidium personatum 导致的早期和晚期叶斑病所带来的损害风险，但

提前种植增加了番茄斑萎病（番茄斑萎病毒）和茎腐病（白绢病菌）所带来的损害风险



（Kemerait 等人 2012）。病害治理的耕作办法必须在疫情发展之前实施，并提供几个选择方

案以防疫情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其他方法以应对生长季晚期发展的疫情。 
抗植物病害的栽培品种通常使用方便、价格低廉而且对种植者和环境都安全。不过，改

良抗性品种需要育种计划才能培育出来，通常在作物主要种植区培育，但在发展中国家或生

产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未必可行。通过培育方式研发栽培品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尤其当栽

培品种需要对某种新病原体或某个新病原体菌株产生抗性时，更是如此。现有的抗性可能并

不完整、强度不够高，或并不稳定，所以需要采取其他治理措施，尤其是在有利于疾病发展

的环境下，更需如此。病原体可能会克服现有的抗性基因，尤其当抗性由单个基因赋予。往

往需要多种病原体和病虫害抗性，但却难以获得，一个栽培品种往往不可能具备抵抗所有重

要病原体的抗性。与耕作办法一样，抗性品种也不能对疾病疫情做出季内响应。 
 

将病原体拒之门外 

阻止病原体进入它们尚未立足的地区是杜绝问题的最佳方法。然而，各国之间、各洲之

间的农产品或牲畜的全球贸易和流通不断增加让将病原体拒之门外的措施变得更加复杂

（Savary 等人 2011）。热带风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也可能会增加新的病原体或载体长途

跋涉进入新地区的机会（Savary 等人 2011）。故意将某种病原体引入一个新地区也构成了潜

在威胁。需要对新病原体或流行病原体新菌株的引入做出快速反应，通常的做法是销毁受感

作物或进行治理以防止损失以及后续的蔓延和存活。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经研发出许多治理植物病害的杀真菌剂和其他化学品，如杀细

菌剂和杀线虫剂，当其他可用选项不足以应对时，它们为病害治理提供了新的选项。这极为

重要，因为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植物病原体导致的作物损失在美国是十分常见的。在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东北部各州 20-90%的马铃薯因晚疫病而腐烂；在 19 世纪 50 年代，据报

道，格鲁吉亚州 50-75%的桃子典型地被褐腐病摧毁；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大西洋沿岸

各州的大多数芦笋地锈菌彻底摧毁（Smith 1905；White 1852）。真菌以及以前被视为真菌的

卵菌是最普遍的植物病原体，所以杀真菌剂将作为本次讨论大部分内容的重点。 
 

防护性无机杀真菌剂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防治真菌和细菌引起的植物病害所能使用的化学品仍主要限

于无机原料，如硫（还用作杀虫剂）、铜和汞（McCallan 1967；Schumann 和 D’Arcy 2012）。
喷洒杀真菌剂来杀灭植物真菌病原体的做法正式起源于 19 世纪的法国。首个杀真菌剂——

硫，被发现能完全抑制白粉病，19 世纪 50 年代这种病害曾使法国葡萄酒产量降低了 75%。  
Pierre-Marie-Alexis Millardet 发现喷洒过某种混合液的葡萄藤染霜霉病的情况比附近未

喷洒的葡萄藤轻，于是，1885 年研发出了由硫酸铜和石灰混合的波尔多液（Large 1940）。
在常规使用波尔多液之前的几年里，霜霉病菌使得法国酿酒葡萄产量降低了 50%（Schumann 
1991）。曾在美国对波尔多液和硫剂进行测试，结果证明它们对病害治理有效，于是被广泛

采用，最终导致作物损失大幅下降。佛蒙特大学用波尔多液做了二十年的试验（1890–1910），
由于对晚疫病的防治，导致马铃薯的平均产量增加了 64%（Jones, Giddings 和 Lutman 1912）。
波尔多液使蔓越莓腐烂减少了 50%；对格鲁吉亚桃子喷施硫剂将褐腐病的损失降至 13%。 

水果和蔬菜作物在不同地区和许多国家广泛生产逐渐依赖于杀真菌剂的常规使用。20
世纪初，人们认为，如果不使用硫剂，白粉病能够彻底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作物（Bioletti 
1907）。从 20 世纪初开始，大多数美国水果和蔬菜作物农田常规喷洒杀真菌剂（硫剂、石硫

合剂、铜剂或波尔多液）以防治一种或多种植物病害。到 20 世纪 20 年代，喷洒石硫合剂防



治疮痂病成为美国苹果园的普遍做法，若无杀真菌喷剂，便无法种出供应鲜果市场的苹果。

在德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一直到 1900 年，马铃薯晚疫病在许多地区爆发，造成的生产损

失达 29-77%（Kolbe 1982）。使用波尔多液防治晚疫病的首次喷洒试验发生在 1886 年。德国

的长期试验（40 年）显示，不喷洒杀真菌剂的农田平均产量损失为 20%（Kolbe 1982）。在

晚疫病严重的年份，未喷洒杀真菌剂的马铃薯损失高达 63%。晚疫病病菌于 1845 年抵达爱

尔兰，摧毁了 40%的马铃薯作物。1846 年，病菌摧毁了全部（100%）作物，超过 150 万人

饿死，相近数量的人搬到美国。今天，这种真菌依然存在于爱尔兰，如果没有杀真菌剂，马

铃薯的种植将异常艰难（Cooke 1992）。2011 年，捷克共和国未喷洒杀真菌剂的马铃薯完全

被摧毁（Hansen 等人 2011），而对于晚疫病生物体而言，这是一个好年辰。 
硫酸铜能有效对抗许多真菌、细菌和卵菌，但它可能具有植物毒性。不过，石灰降低了

硫酸铜的植物毒性影响（chumann 和 D’Arcy 2012），这种混合剂到现在仍然常用。无机杀菌

剂需要大剂量（往往每公顷施用量超过 10 千克农药活性成分）频繁施用（McCallan 1967），
而且通常只有预防作用，不能提供持续治理（McCallan 1967）；许多无机杀菌剂，如硫酸铜，

具有植物毒性（McCallan 1967）。1910 年以后，有机汞化合物被用作种子处理剂，保护种子

免受种子腐烂病原体侵害和保护种苗免受猝倒病原体侵害（McCallan 1967）。虽然有效，但

由于汞在食物链中的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它们会带来重大的环境风险。 
20世纪 30年代中期研发的二硫代氨基甲酸盐和醌类杀真菌剂相比无机杀真菌剂而言对

许多病害更加有效，而且所需的活性成分更少（McCallan 1967；Morton 和 Staub 2008）。此

外，由于它们能被阳光和微生物降解，所有不太可能蓄积（Schumann and 和 D’Arcy 2012）。
与无机杀真菌剂一样，这类杀真菌剂大多只有防护效果，必须在感染发生之前施用。 

 

合成化学杀真菌剂 

合成化学杀真菌剂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结果证明，由于改善了病害防治效果和

/或减少了作物损害，作物产量得以提高。苹果、马铃薯，以及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大

多数其他作物的种植者很快从老旧杀真菌剂转换成新型合成杀真菌剂。  
研究人员发现，喷洒福美铁（ferbam）的苹果树比喷洒标准石硫剂的苹果树产量高 41%。

产量增加大部分是因为相比石硫喷剂而言，福美铁有助于减少树木损害。当种植者于 20 世

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转而使用合成杀真菌剂，由于植物毒性降低，美国苹果产量大幅增

加。用代森锌（zineb）和（nabam）做实验，结果发现马铃薯的产量比用波尔多液时增加了

23-35%。但美国种植者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转而使用合成杀真菌剂，马铃薯产

量大幅增加。对于某些病害，合成化学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效防治。就苹果来说，在福美

铁引入之前，并无有效的喷剂原料能够防治黑腐病，25-50%的水果损失在东南部十分常见。

福美铁将黑腐病的发病率降至 1%（Brown 和 Britton 1986；Muncie 和 Morofsky 1947；Palmiter 
1949）。 

在 1950 年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美国植物病理学会报告，如果不使用化学品来防

治病害，许多水果和蔬菜作物无法以可靠的产量生产（APS 1950）。 
定期对杀真菌剂进行测试，以检测其防治效果和对作物产量的影响。40 多年来，在密歇根

州立大学开展的实验中，未经处理的苹果树疮痂病的年发病率持续高达 98-100%（Jones 
1995）。近期的一些检测结果包括以下内容：（1）因有效防治锈病，大蒜产量翻了一番；（2）
因有效防治蔓枯病，西瓜产量增长了 61%；（3）杀真菌剂将柑橘疮痂病的发病率从 44%降低

到 0.4%；（4）杀真菌剂将芦笋因紫斑病导致的损失减少了 99%；（5）杀真菌剂将樱桃树因

叶斑病导致的落叶从 80%减少到 0.3%；及（6）用杀真菌剂防治稻瘟病使水稻产量增加了 45%。

此外，用杀真菌剂防治疫霉菌使甜椒产量增加了 28,000 千克/公顷（ha）。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杀真菌剂在欧洲也只是偶尔用于小麦作物。不过，在 20 世

纪 60 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小麦病害造成的损失比原先公认的多（Lawrence 和 Appel 
1997）。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比利时和荷兰 95%以上面积的

小麦地用杀真菌剂治理过（Jørgensen 等人 2008）。治理得到的平均成果通常介于 0.5 公吨/ha
至 2.5 公吨/ha 之间。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期间，几种新型杀真菌剂化学品，如酞菁（phthalonitriles）、
酰替苯胺（carboxanilides）和苯并咪唑（benzamidazoles），以及甾醇抑制剂、吗啉、酰苯胺，

球果伞素和甲酰胺杀真菌剂被研发出来（McCallan 1967；Morton 和 Staub 2008）。甾醇抑制

类中的三唑杀真菌菌剂和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真菌剂是杀真菌剂数量和使用频率最高的农

用杀真菌剂组群（Morton 和 Staub 2008）。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研发的许多杀真菌剂都能

被植物吸收，对植物无毒，而且至少具有一定的内吸作用，从而提高其药效持久性并能保护

非直接喷施的植物部位（Schumann 和 D’Arcy 2012）。许多现代杀真菌剂还具有某种程度的

治疗效果，能够消除杀真菌剂喷施之前已经发生的一些感染。最新的杀真菌剂大多比早期开

发材料的作用模式更具针对性，从而降低了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Schumann 和 D’Arcy 2012）。 
不过，特定的作用模式也会带来更大的病原体抗药性风险（Schumann 和 D’Arcy 2012）。

具有特定作用模式的杀真菌剂和一些较新的植物保护化学品，如通过激发宿主植物对包括真

菌、卵菌、细菌和病毒在内的广泛病原体的防御机制而起作用的苯并噻二唑（Morton 和 Staub 
2008），是现代植物病害防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化学品不仅提供出色的病原

体治理效果，从而提高作物产量以及新鲜和储存食品的质量，而且更加环保、对非靶标生物

低毒甚至无毒，这让它们被世界各地争相使用。 
 

杀真菌剂的使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物产量增加方面的影响  

Gianessi 和 Reigner（2006）通过一系列作物和病害的例子，综述了杀真菌剂的使用在美

国产生的效益。这份报告显示，由于使用了杀真菌剂，50 种作物，包括大田作物、蔬菜作

物和乔木水果，平均产量出现 16%至 100%不同幅度的增加。他们估计，使用有效的杀真菌

剂使美国每年的农场收入增加了近 130 亿美元。 
有很多例子表明，在美国使用杀真菌剂进行病害防治久而久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Gianessi 和 Reigner（2006）对此进行过汇总，其他国家的例子更多。以下是最近的一些具

体实例。 
Scherm 等人（2009）对 2003-2004 和 2006-2007 种植季的 71 项实验所作的元分析汇总

证明杀真菌剂在治理巴西大豆的亚洲大豆锈病（Phakopsora pachyrhizi Syd. & P. Syd.）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在使用不同的杀真菌剂和施用方案进行的各种试验中，杀真菌剂治理得到的回

应是病害平均减少 58.7%，产量平均增加 43.9%（Scherm 等人 2009）。 
美国东南部目前种植的主要花生品种有很大的产量潜力而且对番茄斑萎病毒有很强的

田间抗性，但大多对早期叶斑病（Cercospora archidicola）、晚期叶斑病（Cercosporidium 
personatum）或茎腐病/白霉（Sclerotium rolfsii）几乎没有抗性（Kemerait 等人 2012）。对

2012 年格鲁吉亚州蒂夫顿的四项花生杀真菌剂试验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未使用杀真菌剂

的花生产量为 1,906 kg/ha，而用叶斑病标准型杀真菌剂和叶斑病及茎腐病标准型杀真菌剂

治理的花生其产量分别增加了 190%和 212%（A. Culbreath，未公布数据）。尽管环境条件十

分有利于疾病发展，但 2012 年仍然取得破纪录产量，使用杀真菌剂来防治这些病害是一个

关键因素。 
杀真菌剂有助于预防真菌毒素污染。小麦禾谷镰孢菌（FHB）引起的赤霉病不仅降低产

量，而且病原体会产生呕吐毒素（DON），进而污染谷粒并给人类和动物食用者带来健康风



险（Willyerd 等人 2012）。在 2007 至 2010 年对 12 个州的 37 项试验进行的研究中，Willyerd
和同事（2012）证明，在开花期对一个中等抗性品种施用戊唑醇和丙硫菌唑杀真菌剂混合物，

结果对比未治理的易感品种，FHB 得到 75%的防治，DON 浓度下降了 71%，与不施用杀真菌

剂的中等抗性栽培品种或施用杀真菌剂的易感栽培品种相比，这两个变种的防治效果均较好。

当单项治理办法不足以应对时，这亦可作为综合考虑多种病害防治因素以取得良好治理效果

的一个极佳范例。 
防治小麦茎腐病（Puccinia graminis f. sp. tritici Erikss. & Henning）的抗性栽培品种已在全

球许多地区成功种植。不过，小麦的抗锈性依赖于单一基因，这很容易被新型致命性病原体

种群破坏。提供某个地区主要锈病病原体种群的抗性栽培品种并预测哪些种群可能在下个生

长季流行，这些工作曾被 Schumann 和 D’Arcy （2012）描述为“永无止境的战斗”。新型致

命性病原体种群的发展可能需要新的管理工具来预防这种病害带来的损失，直到新的抗性栽

培品种被研发出来，尤其是随着非洲东部小麦种植区致命种群“Ug99”的出现（Wanyera
等人 2009）。Wanyera 和 colleagues（2009）报告说，有几种杀真菌剂对防治这种茎锈病有

效。他们报告说，相比杀真菌剂治理较好的样区，未治理的样区产量损失为 32-57%（Wanyera
等人 2009）。在克服单基因抗性的新型小麦锈病病原体种群出现或新型病原体被引入（如亚

洲大豆锈病进入西半球）等情况下，杀真菌剂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是治理潜在毁灭性疾病的唯

一可行选项。 
植物病害的治理往往与杂草、昆虫及其他病虫害的治理相互关联。杂草或其他非作物植

物可作为锈病病原体的替代宿主，摧毁这些植物便减少了初始接种量或病原体的遗传变异

（Schumann 和 D’Arcy 2012）。给农作物带来麻烦的寄生植物，如菟丝子（菟丝子属）或独脚

金（独脚金属）（Schumann 和 D’Arcy 2012）既可视为杂草，也可视作病原体。因此，对于这

些病虫害，杂草防治即是病害防治。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可能携带植物病原体，且本身也

能造成直接损害。昆虫损害还可能使植物感染病原体或被真菌毒素污染（Gnonlonfin 等人 
2013）。因此，植物病害的防治至少部分依赖于用适当方法对其他病虫害进行防治。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稻瘟病的流行导致了一场重大的粮食危机。据估计，产量损失达

10-50%（Mew 等人 2004）。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韩国稻农定期使用杀真菌剂来防治稻瘟

病。目前，估计稻瘟病带来的韩国水稻产量减少仅为 0.02%（Chang 1994）。 
韩国农民每年收获约 9 亿磅苹果。由于生长季节经常下雨，病害问题十分严重，大多数

苹果种植者喷洒杀真菌剂 14-16 次（Uhm 等人 2008）。如果不使用杀真菌剂，90%以上的果

实可能腐烂（Uhm 等人 2008）。 
苹果黑星病是欧洲苹果种植者每季喷洒杀真菌剂 15-22 次的主要原因所在。如果没有这

些喷洒作业，欧盟将会损失大约 80%的苹果产量（Holb, Heijne 和 Jeger 2003）。 
 

杂草防治史 

人工除草和耕耘 

数千年来，农民们使用其他的非化学方法进行杂草防治。历史上使用的两种主要的非化

学方法是人工除草和耕作/耕耘。这两种做法至今仍是除草剂使用的主要替代方案。早期的

作物生产主要依靠人类劳动来除掉田间的杂草。19 世纪，农民们被告知，认真除草的农田

生产出的玉米是不付出精力的类似农田的两倍（Hudson 1994)）。勤锄草的玉米作物需要在

生长季锄草四次，人工锄草时一位农民可能要耗时 12 天/公顷（6 天/英亩）才能锄掉杂草

（Fussel 1992）。到 1850 年，65%的美国人口居住在农场，除草是农场的一项主要任务，占

生产作物所需劳动力的一个很大比例（Cates 1917）。杂草化学治理取代了密西西比州 405,000



公顷棉花每公顷 49 小时人工劳动（Holstun 等人 1960）。估计种植者每年节省 1000 万美元。 
在德国，20 世纪 60 年代初，重工业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农村人离开了乡村。如果

不用除草剂来代替离去的劳动者，便不太可能在该国照旧开展广泛的农业生产（Koch 1992）。 
在日本，除草剂的采用时除草所需的时间量减少了 97%（Takeshita 和 Noritake 2001）。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韩国经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经济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政

府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韩国经济开始起飞。城市地区蒸蒸日上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吸

引农民们背井离乡。1957 年至 1982 年，1200 多万人从农村迁居城市。在韩国，人工除草

是数百年来流行的杂草治理方法。由于出现劳动力短缺，建议使用除草剂，到 1971 年，27%
的水稻（按面积算）喷洒除草剂（Wang 1971）。到 1977 年，占总面积 65%的水稻喷洒除草

剂，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100%的韩国水稻喷洒除草剂（Kim 1981）。 
首个小麦实验作物于 1843 年在英国洛桑实验站（Rothamsted Research Center）的

Broadbalk 试验田播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试验田一直采用人工除草。一战期间及战

后劳动力缺乏使人工除草无法实施。1900 年至 1925 年期间产量下降 40%，几乎可以肯定这

是由于杂草竞争加剧（Moss 等人 2004）。  
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60 年代，使用短柄锄是加利福尼亚州许多蔬菜作物的主要除草

方法。芹菜除草耗时 111 小时/公顷，胡萝卜耗时 69 小时/公顷，草莓耗时 69 小时/公顷（Lange 
和 Brendler 1965；Adams 1938）。不过，收到农场劳动者的大量投诉，他们说，由于使用长

期使用短柄锄，他们患上了永久性的北部损伤。加州工业安全委员会（California Industrial 
Safety Board）于 1975 年颁布了一项条例，永久禁止使用短柄锄。大多数种植者转而使用除

草剂，这被证明比劳动者挥舞锄头更经济。相较于菠菜 247 美元/公顷、芹菜 198 美元/公顷、

洋葱 309 美元/公顷、草莓 988 美元/公顷的人工除草成本，除草剂加施用成本仅为 25 美元/
公顷。除草剂的使用被认为将加利福尼亚州洋葱田的人工使用减少了 297 小时/公顷，相当

于每年节省了 200 万小时（Nylund, Nelson 和 Dinkel 1958）。 
人工除草是有机种植者的普遍做法，他们种田不用除草剂。在荷兰，有机农田的人工行

间除草耗时为洋葱 177 小时/公顷、胡萝卜 152 小时/公顷、马铃薯 9 小时/公顷、谷物 12 小

时/公顷（Van Der Weide 等人 2008）。在欧洲，尤其是杂草丛生的情况下，人工为洋葱除草

耗时可能高达 500 至 1,000 小时/公顷（Melander 1998；Rasmussen 等人 2011）。2004 年，

加州立法机关禁止“不必要的”人工除草，对田间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这项裁决

不适用于该州的有机种植者（加利福尼亚州 2004）。人工除草在加州有机农场广泛使用：生

菜（123.5 小时/公顷【50 小时/英亩】）、芹菜（123.5 小时/公顷【50 小时/英亩】）、胡萝卜

（185.25 小时/公顷【75 小时/英亩】）、洋葱（177.84 小时/公顷【72 小时/英亩】）、棉花（29.64
小时/公顷【12 小时/英亩】）（Bolgenholm 2004；Klonsky 1994；Klonsky 等人 1995）。有机种

植者有时会因为无法雇用到人工除草所需的劳动力而颗粒无收（Wheat 2012）。 
在欧洲、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人工除草的劳动力十分昂贵，通常不容易获得，也不常

用于农作物（Riemens 等人 2007）。不过，随着美国抗除草剂杂草的增加，尤其在中南部和

东南部，人工除草成为必要（Riar 等人 2013）。在日本，全国稻田完全使用人工除草需要

189 万人工作 60 天，这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Takeshita 和 Noritake 2001）。 
 

除草剂的好处 

通过将其实用性、成本、有效性和可靠性与人工除草（可怕的重复性活动工作量和损失

人力资本）和耕作（土壤质量退化、水土流失加重）比较，除草剂的好处一目了然。 
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在合适的时间进行足够的人工除草或耕作，作物产量可以相当于使

用除草剂获得的产量（Lanini 和 Strange 1994）。然而，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



存在农场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世界许多地区，单独依靠人工除草往往不切实际或负担不起。

耕作的可靠性可能会因天气而大打折扣，如农田太湿而导致拖拉机无法工作，这时杂草继续

生长，导致产量损失。  
自从发明了犁，耕耘已成为杂草治理的一项重要工具。20 世纪初，用马匹或拖拉机拉

犁穿过农田以杀死杂草（Wimer 1946）。收获后，田地光秃秃的，没有植被。耕耘需要在农

田穿梭 10 趟以上（Triplett 1976）。美国的耕耘每年移动土壤超过 226,796,185,000 公吨（2500
亿吨）。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实验结果表明，耕作的唯一好处是杂草防治（Cates 和 Cox 
1912）。因此，在 20 世纪初，人们认识到，如果可以发明一种实用的替代方法来防治杂草，

便可大幅减少耕作；不过，直到除草剂被研发出来，才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 
20 世纪 40 年代末对为玉米种植者提供的首个除草剂（2,4-D）进行研究后显示，出苗前

施用一次可以减少一到三次耕作，而出苗后施用一次可以减少一次或多次生长季中耕作

（Slife 等人 1950）。到 20 世纪 60 年代，发明的新机器能够通过护根覆盖物进行种植，在加

上广泛使用化学除草剂来防治杂草，使得保护性耕作得到商业化推广（Montgomery 2008）。
随着更有效的除草剂研发出来，农民们继续减少种植前的耕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取

消出苗后的耕作（Triplett 1976）。 
2009 年种植八种主要作物的美国农田约有 36%（3564 万公顷【8800 万英亩】）实行免

耕作业，自 1990 年以来增长了六倍（Horowitz, Ebel 和 Ueda 2010）。除草剂对保护性耕作是

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没有除草剂，广泛采用保护性耕作则不

可能发生，在抗草甘膦作物的情况下尤其如此（NRC 2000）。 
有机种植者广泛使用耕耘来防治杂草。在爱荷华州，有机玉米和大豆农田在生长期需要

用转锄机和耕耘机进行四至五趟除草作业（Chase, Delate 和 Johanns 2011）。在法国，不使

用除草剂的谷类作物需要耕耘六趟（Deytieux 等人 2012）。加州有机农场广泛使用耕耘：棉

花、洋葱、生菜和葡萄（Klonsky 1994；Klonsky 等人 1995；Tourte 等人 2009；Vasquez 等
人 2008）。在密歇根州，有机大豆种植者使用多达十次耕耘作业来防治杂草（Mutch 2008）。
有机种植者的经验也是一个有用的视角，因为他们不能使用合成除草剂。不使用除草剂进行

杂草防治的问题经常被视为有机种植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制约有机生产扩张的一个最

重要的因素（Rasmussen 和 Ascard 1995）。 
耕耘设备，如转锄机，在杂草很小的时候最为有效，随着杂草的发展其效力逐渐下降

（Melander 等人 2013）。研究表明，由于频繁的降雨使土壤太湿而不能使用机械除草，耕

耘除草的办法往往并不可靠（Eyre 等人 2011）。其后果是杂草长得太大，无法使用任何类型

的耕作方法来治理。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每 100 例实验中有 34 例出现耕耘方面

的杂草防治问题，导致杂草防治效果降低，平均产量损失达 26%（Posner, Baldock 和 Hedtcke 
2008）。 

美国农业部（USDA）估计，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大豆杂草而导致的国家每年平均损失

为 17%。造成损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及时使用转锄机来除草（USDA–ARS 1965）。由于

杂草会争抢阳光、空间、营养和水分，所以农田必须除草；它们还会污染和降低供应给新鲜

和加工市场的蔬菜的品质，而这对于新鲜叶菜尤为重要。除草剂是用于减少农田杂草种群的

化学产品。除草剂是一项相对较新的技术，于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首次在美国、欧洲国家

和日本广泛采用，接着在其他许多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广泛采用。许多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也快速采用除草剂。 
农民们使用除草剂获得的主要好处有：杂草防治成本较低、杂草防治效果较好、杂草防

治更稳定，这通常导致作物产量高于其他杂草防治方法，而生产成本低于其他杂草防治方法。  
通过对不使用除草剂估计将会发生什么这类研究进行审查，可以获得有关除草剂好处的

另一个视角。这些研究一致估计，由于人工除草和耕作的数量和时间不足以提供与除草剂等



同的除草效果，世界各地的作物产量将会下降。 
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通过取代效果不佳的先前做法，除草剂的采用带来了更大的作物

产量。此外，还有几种作物之前从未实施过杂草防治，而除草剂首次为其提供了有效的杂草

防治，从而导致产量增长。除草剂使得非农业工作工资上涨、数百万劳动者离开农业的国家

继续农业生产成为可能。除草剂促进了其他农艺措施的采用——施肥和种植矮株品种——带

来了更高的作物产量。 
 

合成除草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合成茁长素除草剂的引入，开创了合成除草剂的新纪元。从那

时起到现在，可供农业使用的除草剂的数量和类型都有很大扩充。如今，有在杂草出苗前施

用的除草剂（土壤活性），有在杂草出苗后施用的除草剂（叶面活性/出苗后），也有对施用

土壤和叶面都具有活性的除草剂。 
现有的除草剂属于许多不同的化学家族，目前包括大约 63 个不同的家族，而全球大约

有 220 种具体的除草剂（HRAC 2014）。市面上有广谱除草剂，杀死阔叶、禾草和莎草的阔叶

型、禾草型除草剂，以及施用后达到植物各部位的内吸型除草剂或只杀死所接触的植物组织

的非内吸型除草剂。市面上还有针对某种作物的选择性除草剂，或可以用于某种作物、但通

过产品或具体施用技术的物理配置来实现选择性的非选择性除草剂。此外，现在还有通过基

因改造对施用除草剂的产生抗性的作物；最大的例子是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在这种情况下，

广谱适用但选择有限的除草剂可施用于出苗的抗性作物，如玉米或棉花，且不会给作物造成

损害（Monaco, Weller 和 Ashton 2002）。  
1949 年，美国 931 万公顷（2300 万英亩）农田使用了除草剂；1952 年，达 1214 万公

顷（3000 万英亩）；1959 年，达 2145 万公顷（5300 万英亩）；1962 年，达 2873 万公顷（7100
万英亩）；1965 年，达 4856 万公顷（1.2 亿英亩）；到 1975 年，超过 8094 万公顷（2 亿英

亩）。在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 90%以上面积的蔬菜和大田作物（8903 万公顷【2.2
亿英亩】）使用过除草剂（Osteen 和 Fernandez-Cornejo 2013）。近年来，由于有种植矮乔木

的趋势，许多果园作物的除草剂使用增加。  
通常，一块地需要施用两到三次除草剂：种植前烧光处理、种植期出苗前处理、生长期

出苗后处理。残留的除草剂在土壤中保持活性，药效会延续一段时间（两至三个月），当杂

草发芽并开始生长或出苗后不久便将其杀死，从而有效治理许多破土而出的杂草物种。除草

剂防治杂草具有选择性，针对许多具体的作物和许多土壤及气候条件。 
除草剂在欧洲的使用模式与美国类似，所有国家 90%以上的大田、蔬菜和木本作物每年

使用除草剂。最近对欧洲 11 个地区玉米种植者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农田使用除草

剂，每年施用一至两次（Meissle 等人 2010）。英国近期的调查显示，97%的大田作物、92%
的蔬菜、70%的果园和 77%的无核小果（按面积算）使用除草剂（FERA 2014）。 

除草剂的采用受到降低杂草防治成本的欲望所驱使，因为二战后劳动力变得稀缺且愈加

昂贵。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当农场劳动者从农村涌向城市，农业劳动力大量外

流。南部几个州十年内农场劳动者净流失达 20 万至 30 万人（Mayo 1965）。1940 年，美国

的农业人口为 3000 万；到 1985 年，降至 300 万以内。 
近年来，由于其有利于环境和作物生产的可持续性，除草剂得到推广。通过取代耕作，

除草剂的使用导致燃油使用量降低、碳排放减少、土壤侵蚀减少、用水量减少、锄头及其他

农具带来的损伤减少（Harman 等人 1998）。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小农户除草剂使用水平较低（~5%）（Mavudzi 等人 2001；Overfield

等人 2001）。目前正在向这些农民宣传使用除草剂这一方式以显著提高作物产量并降低生产



成本，因为人工除草已变得稀缺且昂贵。 
 

除草剂和杂草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尽管 20 世纪初已采用耕作和人工除草，但每年因杂草导致的作物损失依旧巨大（Cates 
1917）。1932 年伊利诺斯州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10%的农田在一个“正常年份”因杂草导

致的作物损失达 50%或以上（Case 和 Mosher 1932）。大量肥沃的小麦地因田旋花的侵扰几

乎完全荒置。使用 2,4-D 后一到两年内，这些田地重新投入小麦生产（Freed 1980）。   
在河底，土壤往往过湿而不能及时耕耘，由于杂草丛生玉米作物往往有所损失。在某些

地区，由于杂草问题农民们停止种植玉米（Raleigh 和 Berggren 1964）。1947 年的一项报告

指出，由于喷洒了 2,4-D，肯塔基州的 7,200 公顷（18,000 英亩）河滩地增产了 25,401 公吨

（100 万蒲式耳）玉米（Hanson 1947）。1947 年内布拉斯加州超过 2 万公顷（5 万英亩）的

玉米喷洒这种除草剂，产量增长了 11-49%（Hanson 1947）。  
就大多数作物而言，历史数据表明，除草剂的使用导致产量增加。曾做过大量实验，将

使用除草剂获得的产量与采用标准做法获得的产量进行对比。黄瓜产量增长了 24%，干菜豆

增长了 38%，高粱增长了 34%，桃子增长了 167%，马铃薯增长了 29%，水稻增长了 160%
（Burnside 和 Wicks 1964；Comes, Timmons 和 Weldon 1962；Daniell 和 Hardcastle 1972；Glaze 
1975；Mueller 和 Oelke 1965；Nelson 和 Giles 1989）。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表明，当使用 2,4-D
时，小麦产量增加了 255 千克/公顷（Alley 1981）。明尼苏达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对 1961-1975
年数据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使用除草剂后玉米产量增加了 15%，而使用除草剂后大豆产量

增加了 19%（Dexter 1982）。 
在英国，对谷物施用 MCPA（2-甲基-4 氯苯氧乙酸）被认为导致产量提高约 20%（Lever 

1991）。除草剂被认为是加拿大小麦产量翻番的主要因素（Freyman 等人 1981）。在澳大利

亚，研究表明，使用除草剂代替耕耘导致土壤剖面多蓄积 27 毫米水，粮食产量增长 15–25%
（Wylie 2008）。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全国作物产量的总体变化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使用除草

剂、增加施肥和灌溉、植物杂交新品种，以及进入合成杀真菌剂和杀虫剂。就玉米和大豆而

言，研究人员已从统计学上确定了除草剂对产量提高所作的贡献。1964 年至 1979 年，除草

剂对玉米产量增加的影响占 20%，1965 年至 1979 年，除草剂对大豆产量增加的影响占 62%
（Schroder, Headley 和 Finley 1981, 1984）。 

尽管尚未进行统计学研究，但已经观察到其他作物的产量增加与除草剂使用增加之间也

存在类似的密切关系。除草剂的使用被视为花生产量翻番的一个主要因素（Grichar和 Colburn 
1993）。用除草剂进行更好的杂草防治被视为水稻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Smith, Flinchum
和 Seaman 1977）。 

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只有在引入有效的除草剂后，几种作物的产量才显著提高。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有效的除草剂，缅因州的蓝莓产量翻了三倍以上（Yarborough 和 Ismail 
1985；Yarborough 等人 1986）。20 世纪 70 年代初，三种主要除草剂（敌草腈、达草灭和草

甘膦）的引入被视为 1960 年至 1978 年蔓越莓产量翻番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另一种除草剂

（草甘膦）的登记被认为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蔓越莓产量增长 50%（Dana 1989；Eck 1990）。
20 世纪 50 年代引入除草剂后，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产量显著增加。 

 

替代性杂草防治方法 

过去 20 年里对替代性杂草防治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替代



办法取得的杂草防治水平不及除草剂的预期防治程度和连贯性（Lutman 2013）。近期对英国

非化学杂草防治方法的一项审查确定了所取得的平均减少比例：犁耕（67%）、延迟播种（37%）、

提高播种率（30%）、竞争品种（27%）、春作（80%）和休耕（70%）（Moss 2010）。在英国

的除草剂标签上，对杂草给出了“易感”（对禾本杂草而言，95%）、“中度易感”（75–80%）、

“中度抗性”（60–75%）和“抗性”（<60%）评级（Moss 2010）。如果按除草剂的相同标准

来评价非化学方法，禾本杂草将被描述为对大多数非化学方法具有“抗性”（Lutman 2013）。  
与相对简单的除草剂施用相比，采用非化学方法不仅防治效果更差、变数更多，而且管

理要复杂得多（Lutman 2013）。非化学防治措施的成本，无论是直接的经济成本还是管理时

间方面的成本，也往往高于除草剂施用成本（Lutman 2013）。 
密苏里大学农村社会学家研究了农民停止玉米行间耕作的原因。耕耘大面积的作物农田

需要持续数周不停工作。农民们批评耕作太费时间、耽误了其他要做的工作、效率低下。还

会导致土壤板结、增加水土流失，他们再也不愿回到这项工作上（Rikoon, Vickers 和 Constance 
1993）。 

 

由于除草剂，农艺措施成为可能 

使用除草剂防治杂草为几项重大农艺措施的采用提供了便利，对作物生产的各个阶段具

有重大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延迟播种是防治春播作物杂草最有效的方法。不可能做到今天常

见的早播，因为杂草会击败作物。杂草出苗后的春耕虽然在作物种植前除掉杂草，但将种植

时间推迟了近三周。我们现在实行的早播反映出以下两点：可以获得更耐寒的杂交种、除草

剂的使用让春耕需求减少成为可能（USDA–ERS 1963；Warren 1998）。在美国中西部，玉米

种植如今比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前了两周（Kucharik 2006），在美国中南部，过去 30 年来 50%
的玉米种植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左右（从五月初提前至四月初）（Kucharik 2006）。如若没有除

草剂，玉米种植日期将不得不被推迟，以便机械摧毁第一批萌发的杂草种群。这将导致在中

西部玉米生产中淘汰使用高产、全季杂交品种，转而使用生长期较短、产量较低的品种。等

杂草出苗后进行耕作，延期种植使得早期萌芽的杂草通过种植前耕耘得到治理；然而，爱荷

华州玉米种植从 5 月 1 日延迟至 5 月 20 日导致平均产量损失 8%。 
传统上，玉米种植留有足够的行间距，以便对每株作物的四面全部进行耕耘（Pike, 

McGlamery 和 Knake 1991）。如今，由于耕作需求减少，许多作物使用较密的行间距。当以

较高植株密度种植时，高产杂交品种的引入导致株间距和行间距均缩小。虽然耕作能在行与

行之间出色完成除草任务，但在行内部无法使用；有效的除草剂能防治行内部与行与行之间

的杂草（Warren 1998）。玉米的平均播种率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每公顷 30,000 株增加到 20
世纪50年代的38,000株和20世纪70年代的46,000株，今天通常为每公顷80,000株（Cardwell 
1982；Duvick 2005）；行间距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02 厘米（cm）缩小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的 90cm。 
德克萨斯州高地平原的农民种植高粱也出现类似的趋势，行间距从 100 cm 缩小到 25 cm 

（从 40 英寸降至 10 英寸）导致灌溉地的产量增加了 1,088 千克/公顷（986 磅/英亩），这也

是由于除草剂的使用和有效的杂草防治。每公顷采用更密集的行间距和更高等的植物种群也

是花生、大豆和蔬菜作物的常见做法，引入除草剂后，作物产量增加：食荚菜豆（45%）、

甜玉米（50%）、胡萝卜（22-33%）、西兰花（65%）（Mack 1969）。 
更密的植物间距还提高了养分吸收和利用效率。实验表明，有效的杂草治理对氮肥的吸

收至关重要（Vengris, Colby 和 Drake 1955）。在杂草环境下生长的玉米吸收的氮仅是无杂草

条件下玉米吸收量的 58%。杂草幼苗对现成的（肥料）氮的吸收比作物幼苗快。在布满处于



营养生长期稗草的稻田，传统的做法是推迟施用氮肥，直到杂草进入抽穗期，因为杂草会耗

掉大部分的氮（Ennis 等人 1963）。这种延迟并不可取，容易错过水稻作物需要氮肥的最佳

时机。使用除草剂除掉稗草，就能及时施氮肥以获得最佳产量（Ennis 等人 1963）。 
大约自 1900 年以来，各州和联邦实验站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开发更适合大平原的作

物生产系统。为旱地作物生产开发的做法之一是采用夏季休耕，在原本可能正常种植作物的

种植季内不种植任何作物。由于大多数小麦种植在能够储存大量水的土壤上，休耕的土壤能

在后来长期无雨的季节为作物提供水分（Smika 1983）。在中央大平原的干旱农业区，用除

草剂代替耕作导致保存了足够的土壤水分，从而时每年的持续性作物生产成为可能，无需休

耕一年来储存土壤水分。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休耕面积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提高了除草剂的

使用（Derksen 等人 2002）。数据显示，小麦收割后没有耕整的土壤在春季可以储存与以往

休耕持续至秋小麦种植前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水分（Peterson 和 Westfall 2004），这一发现导

致大平原扩大了夏玉米和高粱的种植面积。 
其他例子包括将除草剂用于产量较高、结籽较多、麦秆较少的矮株小麦（Gressel 1999）。

除草剂导致机械收割在英国得到快速推广（一项节省劳动力的主要技术），因为在以前，杂

草经常堵塞收割机，机械收割设备并未广泛使用（Lever 1991）。除草剂还使轮作方案变更成

为可能。18、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谷物通常以轮作方式在英国和欧洲种植，行间种植其他

作物，如萝卜。两季连续种植谷物往往会形成一个混合杂草群，然后通过对根块作物进行频

繁的行间耕耘来“清除”这些杂草（Lever 1991）。除草剂减少了这一需要，使农民能在其轮

作中种植收入更好的作物。当经济和市场力量也影响作物轮种次序时，单为抑制杂草而维持

某个特定的轮作制度难以自圆其说。有了除草剂，种植者现在可以选择最赚钱的作物。 
 

除草剂的使用导致发达国家产量提高 

如前所述，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除草剂的使用在发达国家大幅推广，所提供的例

子展示了除草剂如何影响良好农艺措施取得进展。发达国家除草剂的采用受到降低杂草防治

成本的欲望所驱使，因为二战后劳动力变得稀缺且愈加昂贵。这已在多个国家得到证实，包

括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因为农场劳动者流向工业岗位、农场主面临劳动力短缺、除草

剂帮助有效管理杂草（Kim 1981；Koch 1992；Takeshita 和 Noritake 2001；Wang 197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数据显示，由于除草剂的使用，美国产量增加，已被证实的有水

稻、干菜豆、高粱和马铃薯（Burnside 和 Wicks 1964；Comes, Timmons 和 Weldon 1962；Mueller
和 Oelke 1965；Nelson 和 Giles 1989），小麦（Alley 1981）和玉米（Dexter 1982）。英国的谷

物（Lever 1991）、澳大利亚的粮食（Wylie 2008）和加拿大的小麦生产（Freyman 等人 1981）
也取得类似成果。杂草防治的改进不仅降低了杂草竞争，还改善了苗床湿度，因为所需的耕

作减少（Nalewaja 1975）。 
阿根廷大豆和玉米生产规模扩大、经济活力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广泛采用除草剂（尤其是

草甘膦）来防治杂草。草甘膦在阿根廷如此广泛采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乎全部采用抗草甘

膦大豆（Penna 和 Lema 2003）。草甘膦使用的增加促进了免耕作物生产制度的快速推广，扭

转了数十年的破坏性耕作办法，导致作物产量提高、经济活力提升、种植面积扩大。 
研究表明，在免耕制度下，作物的生产力一直较高，免耕制度下种植的玉米、大豆和小

麦产量比传统耕作制度下的产量高 17%（Ribeiro 等人 2007）。 
在巴西，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受城市更高工资趋势，人们从农村移居城市地区。巴西

农村人口从 1950 年占总人口 64%下降到 1980年的 32%和 2010年的 16%（Cerri等人 2010）。
因此，农村地区从事人工或拖拉机除草的劳动者越来越少。巴西大量小农户采取免耕措施。

调查显示，劳动力需求减少是小农户采用免耕制度的一个主要诱因（Ribeiro 等人 2007）。



除草剂取代人工除草、犁地和耙地使玉米劳动力需求减少了 38%。 
以往在中国农民们人工除草。用人工方式给中国稻田充分除草需要大约 10 亿人日的劳

动量（Askew 1991）。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工业的快速扩张导致农村人口外流，

再加上相应的工资上涨，使得除草剂的使用对农民更具吸引力（Zhang 2003）。1978 年至 1990
年，在研究和推广部门的鼓励和宣传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开始采用除草剂来防治杂草

（Zhang 等人 2007）。农田除草剂施用面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不足 100 万公顷稳步增长

至 2005 年的 7000 万公顷以上（Zhang 2003）。 
1973 年，在中国，估计因杂草导致的水稻作物损失达 40%，即使作物人工除草多次。

1988 年，随着除草剂使用的推广，杂草导致的水稻损失估计为 6-8%（Moody 1991）。2010
年对云南高原水稻生产区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冠层以上不可控杂草导致的水稻产量损失为

2.8%，而冠层以下不可控杂草导致的产量损失为 1.5%（单独考虑）（Dong 等人 2010）。研

究人员指出，杂草损失估计大大低于先前的估值，并提到除草剂的采用是一个原因。 
在俄罗斯，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表明，除草剂的使用导致国营农场谷物产量增加 50%

（Chenkin 1975）。俄罗斯除草剂的使用从 1968 年的 2500 万公顷增加到 1973 年的 4700 万

公顷（Keiserukhshy 和 Kashirsky 1975）。1991 年苏联解体导致集体农场私有化。农业的政府

支持崩塌，许多农场没有财力购买除草剂。减少除草剂的使用是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

小麦产量降低的一个主要因素。1996 年至 2000 年期间由于杂草侵扰而导致俄罗斯谷物产量

年度损失估计达 950 万公吨（1050 万吨）（Zakharenko 2004）。如果农民们完全不能使用除

草剂，20 世纪 90 年代的损失将更大。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对 1990-1999 年的估计是，使用了

除草剂的 1500 万公顷农田每年的额外产量为 540 万公吨（600 万吨）（Zakharenko 2000）。
旨在抑制杂草的措施被确定为提高俄罗斯谷物产量的首要优先事项（Zakharenko 2004）。近

年来，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高除草剂在作物生产中的可获性和使用率。2010
年俄罗斯的除草剂市场估值比 2003 年高出 2.8 倍（McDougall 2013）。 

 

虫害防治史 

昆虫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多达 200 万种；目前叫得出名的昆虫有 90 万种，每年有

数以万计的新物种被命名。事实上，昆虫约占世界物种总数的 80%。昆虫属于更大一类动物，

即节肢动物，这类动物还包括螨虫、蜘蛛、蝎子、千足虫、龙虾和小虾等生物，以及一些已

灭绝的成员。除了品种繁多，昆虫还十分常见。据估计，任何时候活着的昆虫大约有 10 
quintillion（即 10,000,000,000,000,000,000）只，地球上每人平均超过 2 亿只，每人每磅体重

对应 300 磅的昆虫。 
虽然在热带生态系统中最常见、品种最多，但昆虫和有关节肢动物在温带生态系统中也

很常见，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详述了每英亩 5 英寸深的土壤中大约有 1.24 亿只动物，其中

有 9000 万只螨虫、2800 万只弹尾虫（昆虫的近亲）和 450 万只其他昆虫。宾夕法尼亚州的

一项类似研究得到的数量比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中的螨虫、弹尾虫和昆虫数量高两至三倍

（Sabrosky 1953）。在陆栖系统中，van den Bosch 和 Stern（1969）估计，大约有 1,000 种节

肢动物与加州中央谷地的苜蓿存在关联，而 Pimentel 和 Wheeler （1973）从纽约上州的苜

蓿上收集到了 591 种节肢动物。这些昆虫物种仅极少数以苜蓿为食，被列为害虫；其中有些

通过以捕食者和拟寄生物的身份活动带来益处，大多数对苜蓿既无正面也无负面影响。总体

而言，只有一小部分节肢动物物种（不足 1%）被视为害虫，但是它们给人类带来了很大麻

烦。 
节肢动物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产生了各种不利影响。昆虫向人类、其他动物和植物传

播病菌，通过一种蚊媒寄生虫——疟疾，导致 2012 年主要是非洲儿童估计死亡 627,000 人。



其他昆虫病原体系统也具有类似的毁灭性，昆虫传播的人类疾病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影

响了战争结果等。除了无法估量的人类生命损失影响外，这些疾病还给农业系统带来了其他

严重的经济后果。节肢动物给森林和牧场等自然系统造成损害。从而破坏了生态系统，给濒

危物种和物种多样性带来潜在影响，削弱了美学价值，包括休闲娱乐用途。节肢动物破坏森

林和牧场的更多可量化结果包括：生产力损失、野火发生率增加、水土流失加重、基础设施

受损等。不过，本文的主题是病虫害（此时指节肢动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尤其是在满足

2050 年全球粮食生产需求情况下的影响。昆虫和螨虫显然在与人类竞争食物资源的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丰富健康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种局面会愈加显著。 
昆虫拥有多个属性，这使它们能够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粮食纤维牧草生产、动

物/畜牧业生产、维护我们的财产和结构、保护我们的娱乐和自然区、基础设施、人类健康

等方面十分有效地与我们人类竞争。能让昆虫和螨虫如此成功的属性包括：（1）体型小，这

有助于它们填补一些小生境，包括难以到达的地方；（2）快速繁殖和种群增长，这让它们能

够迅速适应和应对新环境；（3）流动性高，这使它们能够迁移至并占领新的领地；（4）在幼

年和成年期能够居住于不同的小生境，即：降低了各个生命阶段之间的种内竞争，一些物种

在各个阶段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小生境，例如，同一物种幼年水栖成年陆栖或幼年生活在土壤

里成年生活在地面上；（5）物种化程度高；（6）可食用的植物部位广泛，包括根叶茎（属于

茎类）、花蕾、花朵和果实；及（7）能够进化并快速适应选择压力，包括各种管理/防治策

略造成的压力。  
从古至今，害虫一直与人类竞争资源，包括食物。《圣经》中提到不下于 13 种昆虫（蚂

蚁、蜜蜂、甲虫、各种毛虫、跳蚤、苍蝇、虱子、蚱蜢、黄蜂、蝗虫、虱子、蛾、蛆）。在

《圣经》的“埃及十灾”中，蝗灾位列第八——“蝗虫覆盖着大地，吃完了未被冰雹摧毁的

剩余植被”（第七灾）。沙漠蝗虫和东亚飞蝗至今仍是非洲、中东和亚洲农业生产的主要虫害

和威胁。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的生计受到这种贪婪昆虫所影响，因为它已存在了数百

年。 
农业系统中节肢动物虫害治理的历史包括三个不同的阶段：（1）传统方法时代（古代至

1938 年）；（2）杀虫剂时代（1938 年至 1975 年）；及（3）虫害综合治理时代（1976 年至今）

（Metcalf 1980）。 
  

传统方法时代（古代至 1938 年） 

这一时期通常使用耕作和机械方法（作物轮作、水淹、田间卫生防治、人工收集）。也

使用从楝树、菊花和烟草中提取的植物源杀虫剂。20 世纪初使用过几种含有砷、汞、锡、

铜的合成无机杀虫剂。有关于寄主植物抗性和生物治理起源的记录，关键例子有：通过将欧

洲葡萄接穗嫁接到北美抗性砧木上来治理葡萄根瘤蚜，使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澳洲瓢虫来治

理加州的吹绵蚧（DeBach 1964）。然而，该时期昆虫造成了大量的作物损失，但由于缺乏有

效的防治措施，这种情况也只能“被接受”。 
 

杀虫剂时代（1938 年至 1975 年） 

杀虫剂和杀螨剂是农药的一个子集，具体目标分别是防治昆虫和螨虫（就本文而言，杀

虫剂和杀螨剂统称为杀虫剂）。1939 年保罗·穆勒（Paul Muller）发现 DDT 的杀虫性能开启

了杀虫剂的新纪元，为此他于 1948 年荣获诺贝尔奖。发现 DDT 后，几种其他有关的杀虫剂

被研发出来，20 世纪 50 年代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化学杀虫剂问世。由于其有效性、方便



性、灵活性和经济性，这些杀虫剂对提高作物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这些杀虫剂

使用量增加、使用范围扩大，问题开始出现并加剧。杀虫剂的使用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不良影

响，包括污染环境（空气、土壤、牧草和水源）、对动物种群（鸟类、鱼类、昆虫捕食者和

拟寄生物）产生负面影响、大多数人的脂肪组织中有杀虫剂残留，以及节肢动物本身的不良

反应。 
有害昆虫和螨虫对杀虫剂产生抗性成为一个重大问题。通过自然选择和基本进化原则，

昆虫和螨虫可以适应杀虫剂的毒性作用。550 多种昆虫和螨虫对各种化学杀虫剂和作用模式

产生抗性（Georghiou 1990）。抗性的定义是“病虫害种群的敏感性发生可遗传性变化，具体

表现是某个产品依照这种病虫害的标签建议使用时反复未能达到预期的防治水平”，昆虫的

代谢、靶标位点、穿透（表皮屏障）或行为特征变化可以引起抗性（Insect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2013）。  

杀虫剂抗性不是一个新现象，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首次报道过家蝇（Musca 
domestica）与 DDT 的事件。害虫卷土重来、次级害虫爆发是杀虫剂的另一些潜在缺陷，这

是由于杀虫剂破坏了农业生态系统中非靶标生物的种群动态。当杀虫剂等治理策略应用于被

破坏性害虫种群侵扰的作物时，系统中非靶标节肢动物的种群数量也会减少。这些昆虫和螨

虫有些可能是靶标害虫或系统中其他昆虫的捕食者和拟寄生物。随着杀虫剂药效的消散，  
•  由于对害虫数量的自然生物制衡减少，靶标害虫的数量无节制地反弹到比杀虫剂施

用前更高的水平（害虫卷土重来），或  
•  由于对其保持制衡的捕食者和拟寄生物受到杀虫剂施用的不利影响，系统中其他昆

虫物种的数量增加至破坏性水平（次级害虫）。 
虽然是一个十分有效有用的工具，但显然杀虫剂的使用必须得到的更好的管理，不可能

长期单独地使用。不过，作为综合系统的一部分，杀虫剂应能发挥关键作用。  
 

虫害综合治理时代（1976 年至今） 

虫害综合治理可以追溯到 1946 年，当时加利福尼亚州聘请首位监督防治昆虫学家监控

苜蓿虫害并制定防治措施（Hagen, van den Bosch 和 Dahlsten 1971）。不过，病虫害综合治理

（IPM）的起源和概念通常归于 Stern 等人（1959）。病虫害综合治理是一套系统方法，整合

一系列治理策略以实现经济实惠的病虫害防治，强调虫害防治的可持续性，同时维持杀虫剂

作为可行工具的实用型。具体而言，IPM 是一种基于生态系统的策略，侧重于通过将生物防

治、生境操纵、修改耕作措施、使用抗性品种和选择性使用杀虫剂等技术相结合以长期预防

病虫害或其损害。 
只有当检测显示，依照既定准则需要使用杀虫剂，方可使用，施用杀虫剂的目的是只消

除靶标生物。虫害防治材料的挑选和施用方式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对人类健康、有益和非靶标

生物以及环境的风险（UC IPM Online 2013）。在 IPM 系统环境下使用杀虫剂将确保这些工具

世世代代可持续。杀虫剂是促进粮食生产、保障食品供应的法宝，而这又是满足不断增长的

世界人口的饮食需求所急需的。杀虫剂的使用给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要求我

们必须审慎而明智地使用杀虫剂。过度依赖和过度使用杀虫剂，如农药（杀虫剂）时代（1938
年至 1957 年），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即便是在今天采用了最先进的管理策略，害虫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估计高达 30%；此外，

昆虫导致的采后损失也给食品供应带来了额外损害。IPM 策略的使用在严格度和强度等方面

是一个连续体，但美国和全世界大多数农业生产只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 IPM。监管控制往往

是一项 IPM 方案的最初管理策略。检疫、入境检查、进出口法规等有助于减少病虫害在各

司法管辖区间迁移。虽然仍然有效，但全球贸易和国际旅行的扩大使系统变得紧张，并给许



多地区，尤其是美国一些地区带来了入侵害虫的严峻挑战。这些入侵害虫往往侵扰某个地区，

而由于缺乏自然约束机制，害虫种群肆无忌惮地繁衍。  
 
防治措施 

耕作防除措施是病虫害综合治理（IPM）方案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大多数农业系统中实

施的一项措施。使用适应性强的作物品种、最优的生产作业、适宜的种植日期、作物轮作等，

有助于长出生机勃勃的健康植物；这些做法可以帮助减轻害虫造成的损害，减少总体作物损

失。上述这些做法对提高作物产量也很重要，这样只需稍作努力便可积极影响 IPM。更多 IPM
特定耕作办法，如诱虫作物、间作、破坏替代性宿主、耕耘等，发达国家也经常使用。  

利用驱虫性“驱”植物和诱虫性“引”植物的驱-诱式种植制度已经开发出来并成功用

于非洲的自给农业，为攻击玉米和其他谷物的鳞翅目害虫传递化学信息素（Hassanali 等人

2008）。机械和物理防治在生境上适合 IPM，如为高价值作物搭建小拱棚或其他物理屏障。 
生物防治是 IPM 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形成的昆虫天敌种群攻击害虫并减少害虫的

种群密度。捕食性昆虫捕食害虫，昆虫拟寄生物侵扰并杀死宿主。昆虫感染微生物的动物流

行病爆发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减少害虫种群。这些生物对许多系统中的害虫进行了重要的、自

由的控制。生物防治可以采取更有计划和战略的方法，如故意释放养虫室饲养的生物，但自

然形成的有益生物种群是所有 IPM 系统的一部分。  
最后，在一些宿主植物-害虫情况下，宿主植物抗性是 IPM 管理工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抗性品种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研发出来，但有效性、成本/效益率、有利的环

境方面、使用的简便性和种植者的接受度等方面的权衡都是努力的理由。不过，使用抗性品

种进行综合虫害治理并不适合所有系统，因为害虫和作物必须服从这类策略的发展。 
生物、耕作、植物、机械和和监管防治是治理主要昆虫和螨类害虫的 IPM 整体策略。

这些选项有助于缓和害虫种群水平，但在许多情况下，剩余的害虫水平超过了经济阈值，必

须加以管理。这些非化学策略降低了害虫种群水平，但需要采取补救办法，如杀虫剂，以防

止因害虫种群逃避对它们的限制而造成的作物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当害虫种群达到 IPM
概念定义的阈值水平，杀虫剂便可作为关键的治理工具予以使用。这些非化学策略与杀虫剂

结合使用是 IPM 的关键要素之一。  
 
农药的变迁 

去过 50 年里 IPM 使用的杀虫剂类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环境问题的杀虫剂（有

机氯）和那些对哺乳动物（包括人类）急性毒性高的杀虫剂在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被风险较

小、具有生物合理性的生物型及其他环保型和易用型材料所取代。利用害虫生理弱点的昆虫

生长调节剂、费洛蒙（化学信息素）和其他新型化学品（即：针对具体的生命阶段、命令或

生物途径）变得越来越普遍，本质上它们提供了外科手术的管理水平（Gilbert 和 Gill 2010）。
这些进展使得我们能在尽量减少非靶标影响和环境后果的同时实现虫害的最优防治。 

在过去的 20 年间，植物源农药（如：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含有从苏云金芽孢杆菌提取的

δ内毒素基因的植物）的研发首先使发达国家玉米和棉花的 IPM 发生了彻底变革。这种方

法的研发正向其他作物和发展中国家扩展。昆虫的快速进化能力和新型虫害治理技术（如转

基因作物）带来的强大选择压力使抗药性持续成为防治植物病虫害的一大威胁。昆虫也有能

力克服其他 IPM 策略，如耕作和生物防治，因此开发强大的管理工具任重道远。 
大量研究量化了美国农药政策变更和产品供应情况的影响。Knutson 等人的一项研究描

述了假设禁止除草剂、杀虫剂和杀真菌剂，可能会给美国社会造成哪些影响（Knutson 1999）。
在 1999 年的情况下，如果 13 种商品不能使用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两种化学类

杀虫剂，每种包含几个成员），美国产量将下降 1%（小麦）至 38%（苹果），食品价格将上



涨 1%（十三种商品中有六种）至 23%（棉花）。产量降低、价格上涨，美国农业生产者在全

球主粮、棉花和花生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下降。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出口将下降 27%，

相应损失约 13.2 万个工作岗位。  
这项发表于 1999 年的分析发现，美国丧失这两类杀虫剂将会大幅减少玉米、小麦和大

豆的年终供应量，引起价格波动，减缓美国对贫穷国家的食品援助计划，加重全球饥饿。最

近，对 50 种美国作物（美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商品，每年共计~1.0935 亿公顷【2.7 亿英亩】）

的杀虫剂使用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量化（Gianessi 2009）。50 种作物中有 42 种超过 50%的面

积每年使用杀虫剂，这 50 种作物中有 23 种超过 90%的面积使用杀虫剂。施用这些杀虫剂是

为了防止害虫造成的作物损失，这是使用的主要标准。如果不及时治理，被调查的 50 种作

物中将有 31 种和 7 种分别遭受大于 40%和大于 70%的全国性产量损失。这项研究发现，通

过减轻作物虫害的破坏性影响，美国农民额外生产出 1440 亿磅食品、饲料和纤维，农业收

入累计增加 229 亿美元。  
总之，在杀虫剂上每花费一美元，美国种植者便获得 19 美元的新增产值。因此，作为

小企业主，美国农业生产者使用杀虫剂来保护他们的投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对害虫

种群和作物损失风险进行估算后做出的反应。 
明尼苏达州从所有作物产品中获得了最大产值（46 亿美元；6%源于杀虫剂、19%归因

于除草剂），而弗罗里达州和格鲁吉亚州从杀虫剂使用中获得的产值比例最高（超过 50%）

（格鲁吉亚州从杀虫剂使用中获得的产值最多，达~8.9 亿美元）。与大田作物相比，水果坚

果和蔬菜作物的产值更多是由于使用了杀真菌剂和杀虫剂；鉴于其消费者食品供应的最终用

途，这可能符合这些作物的更高质量标准。加利福尼亚州从水果坚果和蔬菜作物的杀虫剂使

用中获得了最大产值，分别为~56 亿美元和 28 亿美元。 
大量研究已整理出节肢动物所致作物损失的经验数据。昆虫造成的损失从空间上来讲众

所周知，从时间上来说各种各样。种群每年都会发生变化，农田与农田之间也有差异（即使

在同一块田地，种群也可能部分严重部分轻微）。美国的棉昆虫学家量化了 1979 年来各州因

昆虫和螨虫造成的棉花损失。这些数据来自于观测、研究样区、与种植者的讨论等（密西西

比州立大学 2013）。例如，在 2000 年，节肢动物害虫使棉花总产量减少了 9.26%，2000 年

作物的昆虫治理成本和损失总计达 289.78 美元/公顷（117.32 美元/英亩）。2013 年，节肢动

物害虫使棉花总产量减少了 2.68%。2013 年作物的昆虫治理成本和损失总计达 223.58 美元/
公顷（90.52 美元/英亩）。 

在国际上，杀虫剂已被证明对防止非洲玉米茎螟所致的作物损失有用，因为通过使用颗

粒杀虫剂，全国平均 13.5%的作物损失可以避免（De Groote 等人 2011；Gianessi 和 Williams 
2012）。据联合国估计，在以色列和马达加斯加广泛喷洒杀虫剂来治理爆发的沙漠蝗虫避免

了马达加斯加~25%的水稻作物损失，如果不治理，这些作物将会被摧毁（FAO–ECLO 2013；
Gianessi 2013a）。其他例子有日本水稻褐飞虱防治（Gianessi 2013b；Holt 等人 1996；Kiritani 
1979）和西非用于生产巧克力的可可豆（Dormon, van Huis 和 Leeuwis 2007；Gianessi 和

Williams 2011）。当作为早播、近间距豇豆和三次杀虫剂施用相结合的 IPM 方案的一部分使

用时，相比施用杀虫剂五到六次的传统做法，非洲农民获得了 51%的产量增益。三次喷洒处

理还为种植者带来了最高的净回报，回报率为 3:1。虽然单独采用耕作措施也能提高产量，

但与杀虫剂相结合生产出了最高豇豆产量（Gianessi 2013c；Karungi 等人 2000；Nabirye 等

人 2003）。 
 
农药问题 

杀虫剂使用带来的一些人类和环境问题包括对水源、土壤和大气资源的潜在污染；食品

安全；施用者和农业工作者安全；对靶标生物的影响；其他。杀虫剂向监管机构登记注册前



必须进行一组科学测试、准备到位并由监管机构执行的保障措施、各种监督团体及广大公众

对农药使用的制约与平衡，以及作物保护产品生产商的社会责任和对农业及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期盼减轻了这些不良影响。例如，关于食品安全，2011 年间加州农药监管处对加利福尼

亚州 160 多种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发现 97.9%的新鲜农产品样本（1,009 个样本）低于美

国环保署（EPA）规定的农药残留容许量（CDFA 2011）。事实上，60.8%无残留，35.8%残留

量居于美国环保署设定的合法容许量范围之内。这些样本检测了所有主要农药类型。 
关于农药使用导致的人类暴露，自 1971 年以来，加州机构每年都对农药暴露导致潜在

健康影响的案件进行调查（加州环保局 2010）。2010 年，农药在农业上的使用和农药暴露

确定涉及 21 起人类暴露案件，这占 240 万次施用的 0.00088% （加州环保局 2010）。杀虫

剂使用成本（在利益方面：成本关系）是有形的，大量的研究工作均旨在降低这些成本。不

过，鉴于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人口，杀虫剂使用对提高粮食生产的好处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与

之相比，随着新型低风险杀虫剂和转基因植物方法被研发出来，这些成本呈下降趋势。  
 

农药为发展中/发达国家带来的效益 

发展中国家作物产量较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虫害无法控制 
 
木薯 

木薯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 亿多人民的一个重要主食，但非洲的木薯产量很低，平均

为 8.17 至 9.07 公吨/公顷（9-10 吨/公顷），比实验农场的产量低 50%（Fermont 等人 2009）。
杂草侵扰是非洲木薯生产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因为目前可用的除草剂很少，每个作物生长

周期锄草四次的要求导致杂草防治情况糟糕，产量减少 40%甚至颗粒无收（Bamidele 等人 
2004）。 
 
水稻 

最近的一项水稻研究估计，亚洲热带地区的稻田每年因病虫害（昆虫/疾病/杂草）造成

的粮食产量损失为 1.09 至 1.81 亿公吨（1.2 至 2 亿吨）（Willocquet 等人 2004）。整个地区

平均产量损失估计达 37.2%（Savary 等人 2000），杂草是主要制约因素，与疾病一起导致产

量减少 15%（Ziegler 和 Savary 2010）。非洲近期的一项报告估计，由于杂草侵扰每年水稻损

失 209 万公吨（230 万吨）（占总产量的 15%）（Rodenburg 和 Demont 2009），在印度，每年

因杂草导致的水稻产量损失估计为 1300 万公吨（1500 万吨）（Ghosh 等人 2004）。孟加拉

国农民农田因杂草防治不佳导致的水稻产量差距为 43-51%（Rashid 等人 2012），高达 0.9
公吨/公顷（1吨/公顷），30%的农民因杂草疯长而损失超过 500千克/公顷（Ahmed等人 2001）。
昆虫导致孟加拉国水稻产量每年减少 4-14%（Mondal 2010），在布基纳法索，姑河垦区（Vallee 
du Kou）的灌溉水稻，干季期间茎螟导致的产量损失高达 40%（Sama 等人 2013）。 
 
小麦 

对“2006 年提高小麦产量潜力国际研讨会”来自 19 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者进行调查后

确定了他们国家小麦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Kosina 等人 2007）。这些国家占全球小麦面积的

47%，占发展中国家小麦种植面积的 89%。估计因杂草导致的产量损失介于 8.5%至 23.9%之

间，具体因地区而异，总体每年可能导致高达 2180 万公吨（2400 万吨）损失。因疾病导致

的产量损失介于14%至27%之间，具体因地区而异，每年的总损失可能高达2000万公吨（2200
万吨），最严重的疾病是叶锈病和条锈病、赤霉病（FHB）、颖枯病、白粉病、斑枯病、纹枯



病。估计因害虫导致的产量损失介于 12.2%至 22%之间，估计导致每年产量损失 1810 万公

吨（2000 万吨），蚜虫、菽麻害虫（包括“盾虫”【盾蝽科】和“臭虫”【椿象科】家族的成

员）、麦蝇、象鼻虫是最常见的害虫。 
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密集灌溉和施肥反应较好的高产小麦品种具有出色的产量潜力；不过，

小麦潜在产量与农民农田的实际产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Singh 和 Varshney 2010），杂草侵

扰是导致小麦产量降低 25-30%的主要原因（Anjum和Bajwa 2010；Banga, Yadav和Malik 2003）。 
  

玉米 
在亚洲，玉米主要是雨季作物，但在这些条件下，各种各样的禾本和阔叶杂草在作物发

芽之前便侵入玉米地。传统上，人工除草是玉米农民采用的主要杂草治理方法（Shad, Chatha
和 Nawaz 1993）。如果除草次数够多且时间恰当，玉米产量可以达到使用除草剂情况下的产

量（Prasad, Singh 和 Upadhyay 2008）。然而，由于玉米生长早期劳动力短缺和频繁的季风雨，

人工除草经常被推迟甚至完全被忽略（Prasad, Singh 和 Upadhyay 2008），导致杂草问题严重

从而降低玉米产量（Hussain 等人 2010）。在菲律宾，据报道，玉米农田因杂草导致的实际

损失为 15-30%（Paller, Ramirez 和 Malenab 2001），而在巴基斯但，杂草导致的玉米产量损

失估计为 14%（Sohail 等人 1993）。 
亚洲玉米螟虫和茎螟是东南亚玉米生产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

生产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昆虫，尤其是茎螟造成的损害（Ganguli, Chaudhary 和 Ganguli 
1997）。在印度，茎螟导致 80-100%的玉米产量损失达 7.5%（Joshi 等人 2005）；在巴基斯坦，

产量损失共计达 18%（Sohail 等人 1993）；在菲律宾，玉米产量损失平均达 16%（Gonzales 
2005）。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埃塞俄比亚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农民

农田的产量损失经常超过 50%（Chinwada, Omwega和Overholt 2001；Cugala和 Omwega 2001；
Getu 等人 2002）。非洲国家注册了几种用于防治茎螟的杀虫剂（Chinwada, Omwega 和

Overholt 2001），由于其有效性和使用相对简便，建议小农户使用颗粒制剂。肯尼亚对 135
块农田的调研将典型的农民操作方法与向玉米叶轮施用颗粒杀虫剂进行对比（De Groote 等

人 2011）。由此估计，因茎螟导致的全国平均作物损失达 13.5%——该损失可以通过使用颗

粒杀虫剂得以避免（De Groote 等人 2011）。 
灰斑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玉米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最初观测到其导致

1990-1991 年生长季南非玉米农田出现经济损失。据报道，病原体广泛分布于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其次是刚果、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非洲

突然出现灰斑病的一个合理解释是，随玉米一起从美国进口的受感玉米渣是该真菌的原始来

源（Ward 等人 1999）。观测到因灰斑病造成的产量损失发生在马拉维（29–69%）（Mpeketula, 
Saka 和 Msuku 2003）、埃塞俄比亚西部（22–75%）的改良和本地品种（Tilahun 等人 2001）、
肯尼亚（45%）和津巴布韦（35%）（Simons 2003）、坦桑尼亚（15–40%）（Lyimo 2006），以

及南非（30–40%）（Ward 和 Nowell 1998）。 
人工除草是非洲小玉米农场的主要杂草治理措施，研究证明，生长季的杂草竞争导致玉

米产量损失达 50-90%（Chikoye, Udensi 和 Lum 2005）。小农场获得的平均产量大大低于使用

最佳治理方案的非洲研究样区的示范产量，通常为 0.9 至 1.8 公吨/公顷（1–2 吨/公顷），而

研究样区的产量为 7.3 公吨/公顷（8 吨/公顷）。在实验农场，已经确定，如果玉米地在种植

后前 56 天保持无杂草的状态，便可达到最高产量（Akobundu 1987），而首次除草推迟一周

可能导致玉米产量减少三分之一（Orr, Mwale 和 Saiti 2002）。在大多数农场，除草通常与其

他农场活动相冲突，于是推迟到稍后日期；调查数据表明，在马拉维，小农种植的玉米有三

分之一的面积要么不除草，要么在关键的头六周过后除草（Orr, Mwale 和 Saiti 2002）。季初

劳动力短缺导致除草延迟，随后因杂草竞争导致玉米产量损失 15%至 90%的情况十分普遍



（Kibata 等人 2002）。在尼日利亚，玉米农民的除草做法（除草一次）导致与农田除草三次

相比产量损失 42%（Chikoye, Schulz 和 Ekeleme 2004）。 
 

发展中国家的农药研究显示出极大的增产潜力 
 
豇豆  

在非洲不同种植情况下使用农药进行病虫害治理的研究表明，施用农药能够减少病虫害

压力，从而提高作物产量。豇豆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农村人口饮食中植物蛋白质的一

个主要来源，受许多害虫侵扰，但研究表明，如果使用杀虫剂，农民可以将产量提高十倍

（Kamara 等人 2010）。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的《西非豇豆生产农民指南》指出，“一般来说，

豇豆丰收需要喷洒 2-3 次杀虫剂”（Dugje 等人 2009）。 
 
花生 

非洲的花生产量低于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原因是非洲农民不施用杀真菌剂。农民通

常认为叶落是作物成熟所致，并未认识到叶面疾病造成的产量损失，但研究表明，施用杀真

菌剂可以用来成功防治叶斑病，并将非洲西部和南部的花生产量提高 80%（Naab 等人 2005）。  
 
豆类作物 

印度豆类作物（蚕豆、豌豆）每年因昆虫、疾病和杂草导致的产量潜能损失达 30%（Dhar
和 Ahmad 2004）。研究表明，通过使用杀真菌剂、杀虫剂和除草剂，这些损失可以大幅减少。

杀虫剂使食心虫种群减少 90%，而杀真菌剂使蚕豆褐斑病的发生率下降 60%（Ameta, Sharma
和 Jain 2010；Maheshwari 等人 2012）。印度豆类作物往往几乎不可能用人工或机械方式除

草。研究显示，相比农民传统作业方式，使用除草剂后豆子产量翻了一番（Sekhon 等人 2004）。 
 
玉米 

霜霉病是本世纪亚洲玉米生产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它们导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

度产量损失高达 20-90%（Mikoshiba 1983；Putnam 2007）。研究表明，用种子处理和/或叶

面喷洒的方式施用内吸性杀真菌剂极好地防治了亚洲玉米霜霉病。仅通过种子处理便有可能

使产量增加 8-10%。种子处理与一次叶面喷洒相结合来防治霜霉病，可使玉米产量增加 34%
（Lal, Saxena 和 Upadhyay 1980）。 

已发现杀真菌剂能够极好地防治非洲的灰斑病。极少杂交品种具有足够的抗性能防止灰

斑病造成的产量损失。在南非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抗性最强的杂交品种也能对杀真菌剂处理

做出回应。未喷洒杀真菌剂的中等抗性杂交品种产量损失高达 50%，而未喷洒杀真菌剂的易

感品种产量减少高达 65%（Ward 等人 1999）。在不利于灰斑病发展的季节，未喷洒杀真菌

剂的易感和中等抗性品种的产量损失分别为 38 和 20%（Ward 等人 1999）。在赞比亚开展

的试验中，喷洒与未喷洒处理剂的粮食产量差异介于 27%至 54%之间，具体取决于基因型的

易感性（Verma 2001）。 
喷洒化学除草剂来清除玉米田的杂草可以代替非洲农田的人工除草。使用莠去津

（atrazine），尼日利亚的玉米产量翻了一番（Benson 1982）。在津巴布韦，除草剂导致玉米

产量增加高达 50%（Chivinge 1990），在肯尼亚，除草剂导致产量比农民人工除草作业时高

33%（Muthamia 等人 2002）。 
寄生的独脚金（Striga）物种被认为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谷类作物（高粱、谷子

和玉米）栽培最大的生物制约因素。两种独脚金侵扰了 2200-4000 万公顷农田（Woomer 2006）。



对玉米的不良影响最大，约有 250 万公顷蒙受 30-80%的谷粒损失（Woomer 2006）。某些地

区总农田面积高达 40%由于不堪独脚金侵扰而弃种玉米和高粱（Mutengwa 等人 1999）。  
在过去几年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与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化学公司巴斯夫（BASF）

合作开发出了一项有前途的技术。玉米的一个自然突变体能使玉米对咪唑啉（IR）除草剂具

有抗性。用灭草烟（从咪唑啉类中选取的一种内吸性除草剂）做 IR-玉米品种的种子包衣能

使该植物免受独脚金侵扰（De Groote 等人 2008）。独脚金的种子受玉米根系刺激发芽，附

着于玉米幼苗，在造成任何损害之前便被玉米幼苗中的灭草烟杀死了。研究表明，用灭草烟

做成的种子包衣可提供整个生长季的独脚金防治，当独脚金密度较高时，能使玉米产量增加

三到四倍（Kanampiu 等人 2003）。 
 

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农药具有十分可观的成本收益率 

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经济体实行工业化，数百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导致人工除草劳

动力短缺，增加了人工除草的现有劳动力成本。农民们别无选择，只得减少劳动力和生产成

本，尤其是在劳动最密集的任务上，如除草。在菲律宾，使用除草剂的水稻农民的比例从

1966 年的 14%上升到 1974 年的 61%（De Datta 和 Barker 1977）。如今，96-98%的菲律宾水

稻农民使用除草剂（Marsh 等人 2009）。菲律宾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

涨，稻田施用除草剂优于人工除草，即使是在杂草密度最低时，也能节省 25-54 美元/公顷

（Beltran, Pannell 和 Doole 2012）。在杂草密度最高和劳动力成本最高时，施用除草剂可得到

约 80%（约 200 美元/公顷）的实惠。  
近年来，随着许多非洲国家快速城市化发展，人工除草的劳动力短缺加剧。研究显示，

除草剂大约是人工除草劳动力雇佣成本的三分之一（Maina 等人 2003）。在赞比亚的研究表

明，使用除草剂的收益相当高。施用除草剂使玉米的毛利润增加了 70 美元至 72 美元/公顷，

毛利润增长约三分之一（Burke 等人 2011）。 
在非洲、印度和孟加拉国使用除草剂将大幅减少人工除草所需的劳动时间并削减除草成

本。在非洲，农民节省至少 388 美元/公顷的时间价值以用于其他非农场或农场活动（Muoni, 
Rusinamhodzi 和 Thierfelder 2013）。印度茄子使用杀虫剂成本收益率介于最低 1:5 至最高 1:20
之间（Abrol 和 Singh 2003）。孟加拉国水稻生产的经济分析显示，除草剂施用的净收益比人

工除草三次高 116%（Rashid 等人 2012）。 
 

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农药将促进其他可持续措施的采用 

非洲玉米农田采用除草剂可能会导致产量增加，这不仅是由于杂草治理得到改善，还因

为它为施肥的采用和种植面积的扩大提供了便利。尽管推广了 40 年，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地区施肥率仍然很低，仅 5%的小农采用施肥方案（Dar 和 Twomlow 2007）。施肥的效果取

决于杂草治理情况。施肥导致更多杂草生长，反而增加了更多人工除草需求。通过用除草剂

来治理杂草问题，玉米农民将更可能使用肥料以实现更大的玉米产量增长。非洲农民通常只

在 50%的现有农田上种植作物，其余面积休耕，因为他们断定，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来为

额外的农田除草（Bishop-Sambrook 2003）。通过大大减少除草所需的劳动量，除草剂的采用

可以导致更大的面积种植作物，包括玉米。 
在南非，水稻历来通过用手将幼苗移栽到灌溉水田来种植。灌水对水稻有益，能够控制

第一波杂草并使秧苗领先于随后几波杂草。生长期出现的杂草通常以人工除草方式治理。 
水和劳动力资源的匮乏威胁着亚洲水稻生产可持续性。水稻大约消耗灌溉用水总量的

50%。由于与家庭和工业用水竞争，农业的用水份额正在下降。在亚洲，上个世纪农业的用



水份额从 98%下降到 80%，到 2020 年可能降至 72%（Kumar 和 Ladha 2011）。经济的快速增

长增加了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导致农业劳动力供应减少。与人工插秧除草等农活相比，

许多人更喜欢非农业工作。由于劳动力短缺不断加剧，劳动工资上涨，从而导致许多亚洲国

家传统水稻生产系统没有经济效益。 
水稻的种植可以用旱田播种来取代水田插秧。旱田种植系统比水田插秧所需的用水量少

35-57%，劳动量少 67%（Farooq 等人 2011；Mazid 等人 2006）。不过，旱田系统中的杂草

问题更麻烦，因为杂草不能通过灌水来治理（Kumar 和 Ladha 2011）。对各种除草剂进行筛

选后发现它们对干种系统中的烧光、出苗前和出苗后杂草防治有效（Kumar 和 Ladha 2011）。
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水稻直接播种大规模取代了插秧。几乎所有实施直接播

种的稻农都采用了化学除草剂，因为与人工除草的移栽水稻相比，它们使干种作物的杂草防

治时间减少了 500 小时/公顷（Ho 1996；Mazid 等人 2006）。 
 

结论 

本文讨论了在农业中使用农药的依据，以及由于改善了病虫害治理效果，农药使用对提

高粮食生产的影响。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农药在简化病虫害治理和提高治理效率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使更少的农民能够生产出更高产量的粮食。农药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治理病虫害，

还有助于开发出改良型农艺措施。这些措施，如免耕和少耕农艺，帮助节约宝贵的土壤资源，

改进了遗传物质以允许更高的植株密度，增加了产量。它们还能使养分和水资源得到更高效

的利用，生产出能在储存期内保持品质的优质作物，提高养分利用率，而且更能被广大消费

者所接受。所有这些成果主要归功于作物生产周期之前、之中和之后更高效的病虫害治理。 
合成农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过去 30 年里，许多新型农药已被引入农业系统，它们

用新技术设计、使用更安全、环境足迹更低、对病虫害类型更具针对性、每公顷施用量极低

（用克或盎司取代千克），而且凭借改良技术，因地制宜施用更精准。例子包括磺酰脲类除

草剂、piperidinylthiazole 杀真菌剂，以及 mectin 杀虫剂和杀螨剂（Lamberth 等人 2013）。
此外，新方法将不仅包括合成农药，还包括（如 Lamberth 和同事（2013）所言）“由天然产

品、受竞争者启发的化学品、从大学获取的化合物、组合化学库、其他指标的项目中间体，

以及制药和动物卫生公司的化合物产品集制成的农药。”新农药的来源有很多机遇，也面临

许多挑战，包括研发成本、市场适应性、药效和持续时间、环境安全性和非靶标生物。有意

了解关于农药研发所涉及的技术和化学品方面更详细介绍的读者，请参阅 Lamberth 和同事

（2013）的文章。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研发出了许多新作用机制除草剂，它们针对具体物种（只

用于禾本杂草或只用于阔叶杂草）、施用更精准，或对现有出苗杂草最有效。此外，它们的

环境足迹要低得多、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也很低。不过，20 世纪 90 年代初唯一的新作用机

制类除草剂才投放市场。这主要是由于抗草甘膦除草剂作物研发出来，从而导致免耕农作大

幅增加。这反过来节省了投入整地和季中除草土壤耕作的一些劳动力，同时减少了土壤侵蚀

和土壤板结，只有当出苗杂草出现时才需要施用除草剂。这种类型的除草剂还主宰了除草剂

市场，不利于其他广谱性较差的除草剂。这种抗草甘膦技术在环境方面的效益远远超出杂草

防治。不过，正如任何其他有效技术一样，如果农业部门不开始实行综合使用各种工具的杂

草治理方案，从而减少对一种工具的依赖，那么杂草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问题会导致该技术

警钟长鸣。相反的观点是，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为新除草剂的开发和扩大安全有效化合物的市

场份额创造了机会。 
杀虫剂和杀真菌剂的发展趋势并非与除草剂的情况相似。自 1995 年来已有十几类新型

作用模式的新化学杀虫剂投放市场，这些杀虫剂均归类为低风险化学品。杀真菌剂反映出类



似的模式。然而，研发、检验标签和市场适应性等挑战，以及与人类及非靶标生物安全和低

环境影响有关的问题是所有类别的农药都有的。目前有许多新技术可用于农药开发，还将会

有新农药被开发出来。总体上的重大挑战是，这些农药如何适应全世界的粮食生产计划、它

们是否能被所有农民负担得起，它们是否有助于满足养活2015年90亿世界人口的总体需求。  
本文介绍了农药如何使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如何缓解较高比例人口必须从事农业生产的

需求；如何导致超乎想象的产量增长。这些工作需要各方协调农药发展方案，包括化学公司、

学者、政府和公民团体，从而得出被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 
作者同意美国国家科学院（NRC 1993）提出的观点：  
农药广泛应用于美国农业。当被有效施用，农药可以杀死或控制病虫害，包括杂草、昆

虫、真菌、细菌和啮齿类动物。病虫害化学防治有助于大多数主要水果和蔬菜作物产量

大幅增加。其使用已导致过去 40 年来美国饮食的数量和种类发生重大改善，从而大大

提高了公众健康水平。  
不过，作者想将“当被有效施用”改为“当被纳入利用所有可用工具来满足养活至 2050

年地球上 90 亿人口的粮食生产需求的农业综合方案…” 
  

术语表 

杀螨剂。一种灭杀螨虫和蜱虫的农药。 
节肢动物。一种拥有分节身体和分节附肢的无脊椎动物。  
波尔多液。一种由硫酸铜、石灰和水构成的有效杀真菌剂和杀细菌剂。  
植物性物质。属于或关于植物或植物生命研究。 
广谱。有效对抗广泛的生物体。  
栽培品种。在栽培条件下起源并存续的生物。 
动物流行病。同时影响同一种类许多动物的疾病爆发。 
杀真菌剂。一种消灭真菌或抑制其生长的制剂。  
种质。生殖细胞的遗传物质。  
除草剂。一种用于破坏或抑制植物生长的制剂。  
杀虫剂。一种消灭昆虫的制剂。  
间作。同时挨着种植两种或多种作物。 
真菌毒素。真菌产生的有毒物质。  
病原体。一种具体的致病因子。 
农药。一种用来消灭损害植物或作物的动物或昆虫的化学品。 
植物毒性。对植物有毒。  
出苗后。种子萌芽之后。 
出苗前。植物破土而出之前。 
化学信息素。为信息交流目的携带信息的一种化学物质或混合物的遗传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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